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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恐怖主义在本质上是对法律、秩序、人权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基本原则的
攻击，而这些原则正是联合国存在的基础。”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 · 安南，2002 年 10 月 4 日

2001 年 10 月，联合国秘书长下令组建了联合国和恐怖主义问题政策工作组，
任务是确定恐怖主义对于联合国的影响及其广泛政策问题。2002 年，工作
组在给秘书长的报告（A/57/273-S/2002/875，附件）中指出：

“在不试图全面界定恐怖主义的情况下，界定恐怖主义现象的某些主要特点
还是有益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恐怖主义基本属于政治行为。恐怖主义的目
的在于给平民造成突如其来的、致命的伤害，制造恐怖气氛，通常是为了达
到政治或意识形态（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目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刑事
犯罪行为，但是，恐怖主义不仅仅是犯罪学领域的问题。要解决恐怖主义的
问题，就必须了解这个问题的政治性质及其基本的犯罪学和心理学方面。联
合国需要解决这个等式的两端。”

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主要关注恐怖主义的刑事司法问题。因
此，本期《论坛》刊登的文章着重探讨了恐怖主义筹资和刑事犯罪问题，同
时也涉及到某些预防问题。

恐怖主义同其他犯罪形式、特别是非法毒品生产和贩运之间的关系，是众人
关注的焦点。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9 月 28 日第 1373 (2001) 号决议也对此
表示关注。弗兰克 · 博芬柯克和贝希尔 · 阿布 · 沙克拉从概念层面上分析了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并今后的分析工作提出了多个指导性问
题。

理查德 · 沃德分析了恐怖主义经济学，以恐怖主义攻击的一般性成本和善后
工作的高昂代价之间的差距为主题，重点探讨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攻击事
件所造成的各种损失。

截断恐怖主义筹资的必要性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对于恐怖主义实际筹资的
经验性研究却始终是一片空白。洛蕾塔 · 纳波莱奥尼刚刚就这一主题发表了
一篇重要论文，她对于“恐怖新经济”发表了新的见解。



亚历克斯 · 施米特的文章题为《恐怖主义统计学：全球恐怖主义趋势估量的
挑战》，文章分析了恐怖主义研究领域的数据问题，以及这些数据如何帮助
我们了解恐怖主义组织的特点及方法的发展趋势。

防止恐怖主义的先决条件是能够预测恐怖主义活动。但是，能够预测到正在
形成的恐怖主义威胁吗？马特尼亚 ·P. 瑟斯罗迪关于早期侦查恐怖主义活动
的文章勾画出了一个概念性框架，并提出了多个可行的风险评估指标，可应
用于今后的经验性统计检测。

在上述五篇论文之后，《论坛》刊载了三篇说明性短文。让 - 保罗 · 拉博德和
布里吉特 · 斯特罗贝尔 - 肖回顾了维也纳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开展
的反恐怖主义活动，记述了办事处预防恐怖主义处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
提出了建议。随后刊登的是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专家小组前任发言人沃尔特 ·
格尔关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以及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的文章。
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在重大事件中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联合国区域间犯
罪和司法研究所组织的研讨会的成果》，作者弗朗切斯科 · 卡佩和斯特凡诺 ·
贝蒂，论述了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犯罪司法所）为增强 2006
年将在都灵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重大事件的安全防卫能力而采取的一项
举措。

本期《论坛》的主题是恐怖主义，所有来稿均以作者个人身份撰写，不代表
联合国的正式观点，作者仅对其本人的文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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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

弗兰克·博芬柯克* 和贝希尔·阿布·沙克拉**

内容提要
关于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分析在各界研究人员当中由来
已久，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当人们发现非法毒品生产和
贩运被用于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时，研究人员才开始同时关注
这两种现象。可是，围绕两者之间关系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
有些作者看到了密切的关联，甚至有彼此汇合的趋势，而另
一些人则持怀疑态度，指出经常被提及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抽
样数量相对较少，深入调查几乎是一片空白。笔者认为，这
场争论应该以详尽的经验性研究作为评判。为解决这个问题，
笔者提出了此类研究必须探究的 10 个关键问题。

导言

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通常被视为两种不同的犯罪形式。总的说来，
有组织犯罪关注的是经济利益以及尽量攫取非法市场份额；恐怖主
义则受到意识形态目标的驱动，目的是发动政治变革。在阿巴丁斯
基撰写的《有组织犯罪》手册中，从始至终都没有提及“恐怖主义”
一词；[1] 而在保罗 · 维尔金森在《政治恐怖主义》一书中则宣称 ： 

“我们的类型学中不包括刑事恐怖主义，后者可以被定义为以占有
私人财物为目的的对恐怖行为的系统使用。”[2] 由于有组织犯罪
和恐怖主义之间如此泾渭分明，两类不同的犯罪学文献应运而生。
不同的方案资助不同的研究，不同的课程讲授不同的信息。深入研
究这两种现象的犯罪调查专家的调查结果往往秘而不宣，他们的知
识和见解也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 弗兰克 · 博芬柯克是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威廉 · 庞普刑法和犯罪学研究院的犯罪
学教授。

** 贝希尔 · 阿布 · 沙克拉是黎巴嫩律师协会的一名从业律师，专事犯罪和刑事
司法的国际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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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汇合趋势的假设

近 20 年来，人们发现毒品贩运还被用于协助某些政府和恐怖主义

组织的政治目标，于是有人提出，上述两种现象之间或许存在某种

关联，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了“毒品恐怖主义”一词。拉

赫尔 · 埃伦费尔德写道，恐怖主义分子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宣称

自己所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毒品贩子不过是罪犯而已：“当这两

者结合起来，恐怖主义组织既可以从毒品贸易中获利，又无损于自

己的地位，同恐怖主义分子勾结的毒品贩子则变得更加猖獗，有了

政治靠山。”[3] 很多作者都持同样的观点。亚历克斯 · 施米特在撰

文论述这个问题时写道，“尽管这两种现象截然不同，但它们之间

存在联系”，而且“有共同点”。[4: 40-82]

在论述这两种现象的多部著作中还提到了其他犯罪形式。迈克尔 ·

莱曼和加里 · 波特在《有组织犯罪》一书中专门辟出章节论述恐怖

主义问题，并指出：“在众多恐怖主义行为中，政治目的和利益驱

动并行不悖。”[5] 在《新恐怖主义》一书中，沃尔特 · 拉克尔用整

整一章的篇幅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合作，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恐怖

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6]

2001 年 9 月 28 日，就在纽约和华盛顿遭到“9·11”袭击之后还

不到三个星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反恐怖主

义决议（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9 月 28 日第 1373 号决议）。安理会

在决议中关切地指出，国际恐怖主义同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毒品、

洗钱、非法武器贩运、以及核、化学、生物及其他潜在致命材料的

非法转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是，对于“密切关联”的具体

内容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为此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亚历克

斯 · 施米特在一份会议文件中提出，这种关联可以采取协作、联盟、

合作、同流合污、汇合、以及共生等多种形式。[7: 191] 有些分

析人士甚至提出，从理论上说，恐怖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转变

为有组织犯罪，反之亦然。[8，9，10] 有些人甚至认为恐怖主义

和有组织犯罪可能已经完全融合，成为一体了。[11: 22-24] 塔玛

拉 · 马卡连科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归类实验，将各种类型的汇合纳入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  5

一个闭联集，以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分别作为两极。[12] 由此
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具体的地下组织如何从一种类型转化为另一
种类型？

著书立说者往往反复提到同一些例证，比如哥伦比亚武装革命军、
秘鲁的光辉道路、车臣游击队、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集团以及乌兹
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但令人惊奇的是，大部分作者都没有对上
述任何一个实例开展深入、全面的经验性分析，引述的证据只停留
在媒体报道的深度上。我们这么说，无意贬损新闻界，但由于缺乏
充足的分析框架，即便是称职的新闻记者可能也提不出正确的分析
性问题。

有组织犯罪专家和恐怖主义问题专家怀疑这两者之间是否确实存在
明显的关联。马克 · 加利奥蒂指出：“直到目前为止，对于恐怖主
义分子和罪犯分子相互勾结的担心完全是夸大其词。”路易斯 · 谢
利认为：“有组织犯罪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联系要大大少于
犯罪分子同政客之间的勾结。”[7: 203，197] 罗宾 · 内勒找了一些
例子，可以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机会性联盟。[13: 56-57] 事实上，
某些游击队组织或其中的好战分子的确在从事简单的犯罪活动。但
是进一步研究发现，一些所谓的联盟往往非常短暂，用内勒的话
说 ：“合作一旦结束，两个集团往往又回到相互敌对的阵营。”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大部分著书立说者普遍未能提供经验性分析来证明
自己的论点，而几乎只是提出了一些理智的猜测。

究竟谁是正确的？本文将首先研究认为上述二者同流合污或相互交
汇的理论分析（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两种现象的关联日益密切，
甚至有相互转换的可能）。普遍的做法是，表明两种犯罪类型之间
存在结构相似点；但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使得二者
能够合作的各种机制。有些作者否认二者之间存在任何关联或者认
为这种关联不甚重要，本文随后将针对这些人的论断进行阐述。我
们由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这种关联或者融合的确存在，那
么，从长远观点来看，哪一种犯罪形式将成为主导呢？要消除这种
新现象，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本文最后概要介绍了在经验性
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几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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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存在关联，甚至发生变形？

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发展使得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相互渗透。两者
之间有着明显的结构相似性，合作显然对于双方都有利。此外，这
两种组织均可以吸引到集两种犯罪行为于一身的人。下文将简要阐
述这三点因素。

首先是全球化问题。在这个全球相互影响不断加速的时代，跨国
有组织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方兴未艾。世界各地遍布着成千上万
的犯罪集团和数以百计的恐怖主义组织。从事恐怖主义和黑手党
研究工作的亨纳 · 赫斯指出：“如今回顾红色旅、巴德尔 · 迈因霍
夫集团、‘气象员’组织兴起的那个时代，回头看看 20 年前的各
种恐怖主义现象，我不仅变得有些怀旧，……当时的恐怖主义活
动大多局限在外省。”[14] 菲尔 · 威廉斯和罗伊 · 古德森撰文论述
当今的有组织犯罪问题，并将现在同过去的情况做了比较，他们
得出结论认为，有组织犯罪“在冷战后世界的发展程度足以让密
切关注事态发展的观察家跌破眼镜”。[9: 311] 世界开放了，边界
变得模糊，也不再严密把守，市场全球化，金融和商业的兼并以
及国家干预的放松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讯技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
新技术潜力，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迁徙造就了可以作为招募基地
和藏身之所的移民及难民群体。[11: 22-24]

马卡连科和塔姆等人支持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相互交汇的观点，
他们指出，犯罪的人和扔炸弹的人之间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这两者
面临共同的敌人：总的说来，是国家；具体说来，是执法机构。这
两类罪犯都隐姓埋名，开展秘密活动，有可能使用同样或类似的基
础设施，并且通常利用同一张腐败和白领犯罪网络。双方甚至可能
采用同样的战术：跨国走私，洗钱，造假，绑架，勒索，以及其他
各种暴力活动。

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相遇，他们相互协助，又彼此争斗。这使得
双方相互依存。跨国有组织犯罪可以利用政治犯罪的权力机器来创
造有利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使其能够从中攫取利润；而恐怖主义分
子需要资金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小规模的恐怖主义组织不需要太多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  7

的资源，但当其逐渐发展成为叛乱组织或是游击队，渴望控制更大
地盘的时候，他们的需要也就增加了。[13]

冷战的结束，国家实力薄弱，甚至发生内乱，新的代理国家或影子
国家的出现，所有这些政治变化都为地下组织提供了新机遇。但这
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在
国家资助恐怖主义的两极时代也划上了句号。有些组织别无选择，
只能寻找新的财源，要么直接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要么通过收取

“革命税”，向犯罪组织以及合法的工商企业敲诈勒索。[4: 69]

国家控制力有限的弱国往往容易沦为有组织犯罪的牺牲品，西西里
岛和哥伦比亚就是标准的例子。但这些国家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
目标。非洲（塞拉里昂、索马里、利比里亚）和亚洲（阿富汗）的
弱国使得有组织犯罪可以同该国的盗贼统治者或当地军阀沆瀣一
气，共同掠夺该国的钻石、黄金、热带木材、珍稀动物物种、以及
各种资源。当军阀也开始利用恐怖主义手段的时候，恐怖主义和有
组织犯罪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这种新兴的经济体往往无视国界的存在，他们遵循的是影子国家的
领土发展逻辑。有一位作者称之为“代理国家”，[15] 还有人称之
为“空壳国家”。[16] 这些组织大多都在幕后，为世界各地不稳定
的经济体和政治边缘地区提供武器、雇佣军和奢侈品。这种情况正
适合野心勃勃的政治冒险家，他们既渴望经济权力，又梦想得到政
治控制。

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某些结构相似性确实惊人。
有组织犯罪问题研究人员时常强调，在当今的秘密组织当中，极少
存在典型、大规模的金字塔形或结构严密的有组织集团。恐怖主义
研究则表明，当今的普遍规律是基层结构和网络，而不是大型组织。

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指的是多种截然不同的犯罪和政治暴
力活动。一方面，这些团体通过个人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的手段来

“组织”犯罪，其主要犯罪形式是有组织的敲诈勒索。他们的作用
是为签署“商业”合同创造安全的环境，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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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伙伴之间的纠纷得以平息。在国家部分或者完全无法保障合

同安全的地区，便由这些组织为所欲为，比如西西里岛 [17] 以及

1989 年之后的俄罗斯联邦。[18，19] 此外，这些组织还活跃在国

家事实上已经不再过问的领域（出售酒精、毒品或色情制品，拉皮条，

赌博）。在一些国家、区域、或者毗邻地区，此类有组织犯罪控制

着各种非法活动以及部分合法活动，而且往往形成垄断地位。[20] 

发生在俄罗斯联邦的某些活动表明，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会采取等

级制形式。

此外还有另一种有组织犯罪形式，涉嫌生产、走私和销售非法物品

及服务：贩运毒品和武器，走私人口，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

放高利贷，买卖珍稀动物物种和热带木材，倾销有毒废料，等等。

从事这些活动的犯罪组织没有领土野心，会尽量避免同政府当局和

执法部门发生正面冲突。同黑手党、三合会以及野寇崽等组织（基

本上属于第一类犯罪组织）的分支机构相比，这类商业犯罪组织的

数量要多得多。但是，这些组织不稳定，组织结构也不够严密，通

常由行动灵活的小规模罪犯团伙或者基层组织构成。非法商业的这

种松散组织形式在竞争激烈、变化多端的犯罪领域是很实用的，能

够帮助其成员远离执法机构的视线。[21]

恐怖主义组织包括多种类型，要对其进行概述显然很困难。为影响

政治发展进程，所有各类恐怖主义组织都会利用极端的暴力手段来

恐吓民众，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针对具体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活动

的研究却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些组织之间的差异要大于相似点。

[22] 恐怖主义分子追求左翼或右翼政治目标，捍卫受压迫的少数

群体，具有宗教动机，或者只寻求单一目标（比如，动物解放阵线

以及主张关闭堕胎诊所的运动）。

恐怖主义的类型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恐怖主义组织的构成方

式及其是否同有组织犯罪有牵连。与那些“疯狂”组织相比，具有

政治目的的恐怖主义组织更有可能同有组织犯罪相互勾结。有些基

层恐怖主义组织完全独立运作，但也有些恐怖主义分子得到、或者

曾经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甚至是由这些政府一手组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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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假设，如果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分子以某种方式得到政府或

者情报机构等政府部门的支持、鼓励、或协助，双方的相互勾结就

更加顺理成章了。

恐怖主义组织和上文提到的从事走私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 

共同点之一，就是二者均没有稳定而严密的组织结构；在大多数

情况下，是由各自为政的犯罪团伙组成的松散集团。V. 季什科夫

等人认为，这种“群龙无首的抵抗”是未来恐怖主义的发展范例。

[23] 大多数恐怖主义组织从未走完其成长阶段；只有当这些组织

发展成为叛乱集团或游击武装的时候，他们才需要更加严密的组

织形式。

不同的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之间相互勾结的形式必然有所不同。

可以认定，同那些操纵地下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相比，恐怖主义

分子同生产、走私和销售违禁品的组织相互勾结，可以获得更加丰

厚的利润，反之亦然。同那些发动突然攻击、只能造成短期恐慌、

单枪匹马的狂热团体相比，有组织犯罪更愿意同能够切实发挥政治

影响的强大组织联手，这对他们更有利。

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上述两种犯罪的人也具有某些相似性。两类组

织往往都从同一类边缘群体中招募其大部分成员，这些人经受着社

会、文化或者政治挫折（应力理论）。两类组织的成员都喜欢冒险，

追求兴奋和刺激，鄙视正常社会规范。或许可以这样区分一下：恐

怖主义组织培养领导人才，秘密犯罪组织则培养必要的行动技能和

谋生能力。

此外，二者具有相同的动机：对权力的觊觎。这看来并非十分重要

的动机因素。恐怖主义分子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甘愿为政治信

仰而牺牲性命的狂热分子。假如恐怖主义分子从事自杀性任务，他

们也就放弃在这个世界上行使权力的机会，至少他们本人（而非组

织）不再有这个机会了。论述恐怖主根源的各种文献很少直接提及

权力因素。但是，很多恐怖主义分子仍然活着，并不打算牺牲自己

的生命。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他们是何等沉醉于名望和权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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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恐怖主义运动都以其叱咤风云的领导者的名字来命名，这其中
并非没有道理。迈克尔 · 伊格纳季耶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恐怖
主义分子以实现更高理想的名义，侵犯了生命权和自由权等基本人
权，他们对此如何解释？ [25] 他将那些以金钱或权力为真正目标
的人称为“机会主义恐怖分子”。* 乌萨马 · 本 · 拉登和拉姆齐 · 优
素福等当代著名恐怖主义分子的个人经历表明，他们当中有很多人
都属于这一类，哥伦比亚武装革命军、爱尔兰共和军、以及阿布沙
耶夫集团的某些领袖也不例外。[26]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当今黎
巴嫩政坛上的很多人物都是从民兵起家的，通过种植毒品致富；而
财富显然巩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3]

有组织犯罪研究没有对权力主题的真正价值进行过评估。在分析人
们为什么要加入黑手党时，给出的第一条理由往往是渴望发财。但
是，伊格纳季耶夫在分析了意大利叛节者的证词之后得出结论认为，
对于权力的渴望，特别是对当地权力的渴望，是比追逐财富更加
重要的动力。[27] 有组织犯罪的头目一再声称自己从事秘密活动，
遵循保持沉默的规则。但是，黑社会分子的自传体回忆录却揭示出
他们原来也热衷于名望和权势。[28]

上述种种相似点是否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两种犯罪形式之间的
关联和可能存在的共生关系呢？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相互
转换又该如何解释呢？叛乱分子何时会变成罪犯？罪犯何时会变成
叛乱分子？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详细的个案研究中给予一一解答，文
本仅就此提出一些可能性：

 (a) 在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运动当中，领袖往往是著名人
物，正如上文所述，这些组织多以其领袖的名字来命名。假如领袖
死亡或者入狱，会出现什么情况？恐怖主义组织会堕落为抢劫团伙
吗？乌兹别克叛乱头目朱马 · 纳曼加尼所领导的组织就出现了这种
情况。纳曼加尼死于 2001 年；在他死后，这伙匪帮开始四处绑架，
勒索赎金。

* 赫尔曼•劳施宁在《破坏之声》一书中最早使用了这个词（英文书名：The 
Voices of Destruction）（纽约，欧罗巴出版社，19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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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假如政府当局解决了叛乱恐怖主义分子关注的政治问题，
使后者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些人可能已经
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无法就此放弃。他们或许过分热衷于恐怖主
义所特有的暴力行为。这正是哥伦比亚历届总统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他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哥伦比亚武装革命军和
民族解放军等叛乱武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他们向毒枭收
取保护费，绑架人质，勒索赎金。一些武装甚至有了自己的贩毒组织。

 (c) 假如政府当局成功地打击了有组织犯罪，陷入绝境的黑手
党家族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大毒枭巴勃罗 · 埃斯科瓦尔会毫不犹
豫地采取恐怖主义分子的做法，谋杀或者恐吓政治家、法官、警察、
甚至是新闻记者。意大利黑手党也曾经在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画廊等
公共建筑物附近引爆汽车炸弹，以此来威胁主管当局，阻止政府通
过反黑手党立法。某些犯罪理论学者认为，制造恐怖主义的普遍恐
慌局势，有利于实施有组织犯罪。这听起来倒也合情合理，但事实
的确如此吗？

 (d) 此外，在长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很可能发生广泛的蜕变
现象。一场内战“可能造就这样一代人——在生产力最旺盛的时期，
他们掌握的惟一技能是打仗；因此，即便在冲突逐渐平息之后，这
些人为了谋生，也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13: 82] 假如事实的
确如此，那么利比里亚和塞拉里昂等国前景堪忧，因为这些国家有
太多的儿童已经习惯于打仗和洗劫。

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关联的反对意见

弗兰克 ·J. 齐卢福在提交给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犯罪问题小组委
员会的报告中指出：“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目标各不相同。有
组织犯罪关注的是生意。对于他们那些有利可图的活动而言，吸引
的注意力越少越好。恐怖主义的目标则刚好相反，公众的广泛关注
往往是他们刻意追求的效果。但是在毒品贸易方面，有组织犯罪和
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正在变得日益紧密。”[29]

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是不能以罪行来区分的，因为二者会犯下一
些同样的罪行，区别在于犯罪者的动机。上一章曾经指出，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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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都在失意群体中招募成员，但这中间存在

着重要差异 ：参与有组织犯罪的人通常出身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

而恐怖主义分子则大都来自中产阶级。这种区别绝非无足轻重。有

这样一些恐怖主义分子，无论其是否被洗脑，他们惟一的动机是思

想原则和政治信仰。在他们看来，恐怖主义是迫使世界各国政府屈

从于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一种手段。他们不希望同传统

意义上的犯罪分子产生瓜葛，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损害政治声誉。

至少在公众场合，他们鄙视同犯罪分子之间的任何交往。恐怖主义

分子的目标是争取更多的政治追随者，他们往往将法庭视为在全世

界面前为自己的事业进行辩护的讲坛。[4: 66]

在真正的职业罪犯看来，抱有政治目标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所作所为，

即便说不上彻头彻尾的“荒诞不经”，至少也是不可理喻的。为什

么有人在明知发财无望的情况下还甘冒如此大的风险呢？有谁想公

开挑战政府，而不是躲避或者拉拢腐蚀政府官员呢？让非法活动保

持低调，尽可能秘密活动，不是更符合情理吗？利用极端暴力手段

来吸引注意力，难道不是愚蠢的行为吗？有组织犯罪的思想根源是

利用各国当前经济和道德体系的缺陷与不足，并由此来创造机会（将

毒品等某些物品规定为违禁品，廉价合法劳动力的匮乏，处理废料

的成本高昂，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组织犯罪属于传统犯罪。

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就能消灭有组织犯罪。

犯罪社会里的意识形态分歧可以轻而易举地消弭于无形，这往往令

人惊诧不已。参与“灰狼”组织的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隶属

于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库尔德活动分子在土耳其以及欧洲和美洲

的移民群体当中是公认的死敌，但双方在走私海洛因和贩运人口的

问题上则是一拍即合。[30] 在黎巴嫩，相互对立的所有政党，无

论是基督教、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还是德鲁兹教派，无一不

从毒品贸易中获利。在大麻和罂粟面前，意识形态的斗争戛然而止。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此类情况主要发生在有组织犯罪的头目和恐怖

主义的领袖身上。他们或许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对于权力和

个人财富的共同追求使得双方的合作轻而易举地便转向了有组织

犯罪。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  13

应该以悉心的经验性研究作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评判。在反复权衡了

支持和反对汇合假设的两种意见之后，笔者认为前者更有说服力。

要预测哪一类犯罪组织的地位更高，生命力更长久，或许可以做如

下猜测：恐怖主义分子很可能会满足于真正犯罪分子的舒适生活，

而相比之下，黑手党头目则不太可能转变为恐怖主义分子。 在长期

面对诱惑的时候，贪婪往往比思想意识更加强大。新近出现的“有

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分子”集团是一个混合型组织，其成员资助、支

持、以及 / 或者积极参与恐怖主义行动，目的是满足个人利益，攫

取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在这个意义上讲，有组织犯罪可能是任何一

次合并的结果。当前及今后的事态发展能否证实上述预测理论，应

作为一项研究主题。

研究课题

本文作者强调，有必要就恐怖主义分子和犯罪分子之间可能存在的

关联开展经验性研究。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乔治 · 安德烈奥普洛斯，

他提出：“构成坚实理论基础的应该是具体个案，而不是一系列抽

象的假设。”[31] 笔者认为，在恐怖主义分子和有组织犯罪之间存

在或者可能存在关联的所有个案当中，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的

以下这 10 个问题或许可以作为深入开展调查工作的指导方针：

1. 这种合作形式是在何种政治条件下形成的？

2. 哪一类有组织犯罪适合哪一类恐怖主义？哪些类型互不相容？

3. 是否有证据表明本国或者外国政府当局对于推动合作进程进行

了干预？

4. 此类组织的哪些结构特点说明其可能出现汇合趋势？

5. 最常见的是哪些类型的联盟及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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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双方合作的具体基础是什么？两个组织分别利用对方哪一点？

7. 传统罪犯和恐怖主义分子如何消除双方在价值观取向和阶层背
景方面的差异？

8. 是否有证据表明双方争夺权力的方式明显一致？

9. 是否所有的有组织犯罪均以利润为主要目标？在某些行动可以
攫取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是否会出现例外？

10. 从长期观点来看，政治思想动机和犯罪物质动机，哪一种因素
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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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经济学

理查德· H. 沃德*

内容提要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袭击，通过全球经济体
不断发生后效。全世界恐怖主义造成的恶果，从养家糊口的
人丧失生命和失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到安全措施的需要、政
府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私人工商企业的亏损等不可估量的代
价，总计高达数千亿美元。这种代价并非仅从财务角度衡量，
而且从其对世界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冲击来衡量。

导言

2001年9月11日对美利坚合众国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
向全世界突出展现了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人员代价和经济
代价。虽然恐怖主义肯定不是一种新现象，但 2001 年“9·11”袭
击的严重性淋漓尽致地说明了恐怖主义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本文将
探讨这种冲击在几个方面的表现。

这些代价并非只是从财务损失和人类痛苦的角度来衡量的，也从其
对世界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冲击来衡量。本文重点围绕与世界贸
易中心、而不是五角大楼遭到的袭击有联系的代价进行讨论，因为
后者的损失至今不得而知。

可以把极端暴力袭击归罪于一些个人和集团，他们的目标因国家不
同而各有所异。人们时常把恐怖主义归咎于宗教和文化差异。西方

* 理查德• H. 沃德现任美国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萨姆休斯敦州立大学犯罪司法
中心院长兼主任。他还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注册的非营利性法人团体——国际犯罪
司法有限公司办事处执行主任。目前，他正在从事联邦资助的两个反恐研究项目。
笔者十分感谢肖恩•希尔、辛迪•摩尔斯、丹尼尔•马布雷、泰勒•卡特和内森•莫兰对
本文的研究所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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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将伊斯兰教视为暴力的罪魁祸首；而许多穆斯林教徒则把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看作世界上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遗憾的是，
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极端主义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歧见确实可以成
为某些恐怖分子的动机；不同的政治思想信念也可能是其他一些恐
怖分子的动机。但不存在单一的动机成因。

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一些被剥夺了权利的心怀不满的人选择了恐
怖主义，他们想要通过暴力手段来达到政治或社会目的。历史上，
大多数国家的极端主义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尽管成千上万的人直接
或间接地因为恐怖主义而丧命。不幸的是，过去 50 年来，随着全
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快速发展，随着恐怖主义的手法变得愈发老练，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幸免于这种政治暴力的威胁和冲击。

人们可以围绕导致某些集团选择把炸弹当作矫正世间不平之手段的
种种起因和不义之举——其中不乏合法的不义行为——而争论不
休。可是归根到底，最可能蒙受恐怖主义之害的是无辜的平民和公
职人员，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他们不求别的，只不过希望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他们追求的是实现自我，为的是让自己和家人
生活得好一点儿。

恐怖主义在全球各地造成的恶果，从养家糊口的人丧失生命和失业
带来的经济损失，到安全措施的需要、政府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私人
工商企业的亏损等不可估量的损失，用各种货币计算，损失额均以
数十亿计。

全世界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逐步升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我们将面临怎样的经济后果？

问题的范围

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恐怖主义
企图使用武力或利用人们对武力的恐惧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过去
50 年来，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恐怖主义问题一直持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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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初期，恐怖主义活动大多是国内性质的，通
常只涉及一个国家，最多两个国家。可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整
个九十年代，恐怖主义日益国际化。谋杀和爆炸依然是恐怖集团的
首要战术，但是个人袭击的暴力程度和人员伤亡愈演愈烈，平民百
姓已成为主要袭击对象。

二十世纪是人类史上最富有活力的世纪；在这 100 年内发生的改
变日常生活的事例比人类以往经历的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多。光是通
讯的变化就异常惊人：1900 年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依靠面对面的
交谈或书信联络。100 年后，在许多国家，甚至连儿童都经常携带
手机，而使用因特网更是家常便饭。近年来，电视已经可以拿在手
上，功能强大的收音机可以装在口袋里。在交通运输方面，小轿车
取代了马匹和火车，几乎可以在任何崎岖的路面上畅通无阻。现在，
人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飞到一个世纪前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到达的
地方。武器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普通，并可达到令人惊恐的
破坏效果。在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中，恐怖分子把平
常的器物变成了实施恐怖袭击的手段——此乃不祥之兆。[1]

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主要是与个别团体有关联，他们通常执着于单
一主题的运动，比如动物保护问题，生态与环境问题，堕胎问题，
反政府问题，等等。最大的国内袭击发生在 1995 年：在俄克拉何
马城默拉联邦大厦的爆炸案中，有 168 人死于非命。

祸及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主要是攻击美国的驻外设施和公司。虽然
美国本土也曾发生过不少有国际牵连的袭击事件，其中有来自国外
的个人和团体成了恐怖主义的牺牲品，但是 1993 年发生在纽约世
界贸易中心的爆炸，则是针对美国本土公民的首宗重大国际恐怖主
义袭击。

上世纪九十年代，全世界的暴力活动日益猖獗，有更多的恐怖分子
集团开始从事跨境行动。1999 年总共发生了 150 起国际恐怖主义
袭击事件。[2] 穆斯林世界也未能幸免。整个九十年代，埃及、伊
拉克、俄罗斯联邦（车臣）、前南斯拉夫地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科索沃和桑扎克）爆发的冲突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致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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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这一时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一直吸引
着国际关注。

非洲和欧洲的恐怖主义也在逐步升级，而大多数恐怖分子抱有分离
主义、种族和宗教动机。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恐怖事件越来越多。在
南美洲，恐怖主义在毒品贸易的资助下愈演愈烈，从而产生了“毒
品恐怖主义”一词。

这些年来，恐怖主义给各种产业增加的成本不断攀升，金额之巨简
直令人手足无措。这其中包括因为财产毁灭、敲诈勒索付款、以及
盗窃和蓄意破坏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此外还有增加保险费、雇
用更多的保安人员、加强防范设施和雇用安全顾问等方面的成本上
升。[3: 227] 

现如今，我们面对着一个陷入暴力困境的世界，而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的威胁已隐约可见。2001 年“9·11”袭击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
威胁，说明易受伤害的不仅仅是美国，任何现代国家都在劫难逃。
用一把裁纸刀劫持民航机，是恐怖分子上演的最新手法。此外，紧
接在美国“9·11”袭击之后出现的炭疽菌事件，虽然受害者只有五、
六个人，但还是暴露了开放社会易受攻击的软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科学界已有不少人表示对生物袭击威
胁的忧虑。作为回应，美国政府花了数亿美元来评估各种相关的威
胁和免疫策略。给美国军人及其盟军接种疫苗，代价高昂；但在
2001 年“9·11”事件随后发生的炭疽攻击之后，各方关注的焦点
转向了易受伤害的平民百姓。光是针对炭疽菌和天花病毒（一种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已基本上绝迹的疾病）研发足够的疫苗，就动用
了数亿美元。1999 年，克林顿总统批准 100 亿美元预算作为美国
反恐经费，而这方面的拨款在当今局势下已经大幅度提升。[4] 

恐怖主义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全世界付出的总代价难以具体
估量，但是大致算起来总有数千亿之多。因恐怖袭击而直接或间接
丧命者也不在少数。恐怖主义对安全部队和私营公司造成的代价刚
刚开始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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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

当今的世界经济几乎触及到地球的每个角落。“我们吃的、喝的、
穿的、开的、吸的和看的，大部分都是全球经营的公司的产品。”
[5: 1] 跨境贸易的主要货物包括汽车及其零配件、货车、石油产品、
纺织品、鞋袜和服装（见图 I）。

此外，旅游、通讯、计算机支持、广告、法律业务和娱乐等与服务
有关的行业活动占了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5: 13-14]

纽约城市合作伙伴组织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6] 2001 年
“9·11”袭击给纽约市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 830 亿美元。甚
至在保险赔付以后的损失仍然可能超过 160 亿美元，也许比这
还要高得多，这要看美国整体经济表现如何。仅在纽约市一地，
2001 年第四季度失业人数即达 125,000 人，而且预测其中至少有
57,000 人直到 2003 年底也找不到工作。下曼哈顿区丧失了 30%

的办公空间，从而使得该区剩下的 270,000 个工作岗位也岌岌可危。
研究表明，受打击最沉重的是零售业、金融业和旅游业，而且涟漪
效应是巨大的。关于这次袭击给美国造成的损失，仅举一例：罗德
岛的水产业损失约达 1 亿美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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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全球市场货物贸易百分比

 资料来源：Sarah Anderson, John Cavanagh 和 Thea Lee, Field Guide to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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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现在，保险行业在恐怖保险的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
由于世界贸易中心遭到攻击，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估计为 500 亿
美元，其中再保险公司的最终赔付金额大概占三分之二。若再有一
次类似规模的恐怖主义事件，势必造成比这还要严重的后果，比
如更多的破产、更多的失业和更多的贷款违约。[8] 伦敦劳埃德
保险公司估计其风险资金额为 27 亿美元，比较早前的估计数高出
45%。为了抵消这方面的成本，劳埃德总裁表示，保险费将增加
40%。[9]

计量恐怖主义造成损失的需要远远超出财务方面的考虑，但为了本
文的目的，将以货币损失为分析重点。* 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损失
清单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大串，下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恐怖主义造成的经济后果是全球性的。经济学家哈维 ·J. 伊格拉什
关于 1985 年和 1986 年恐怖主义给一些国家的航空业和旅游业造
成经济损失的一项研究发现，恐怖袭击对环地中海地区造成了下列
损失 [10: 46-47]：

 (a) 1985 年，希腊旅游业收入估计损失了 1 亿美元；

 (b) 1986 年，意大利商业收入估计损失了 8 亿美元；

 (c) 1986 年，埃及旅游业收入估计损失了 5 亿美元。

一项关于 1970 至 1988 年恐怖主义对西班牙旅游业影响的纵向
研究发现，“按逐月累积影响计算”，恐怖袭击可能“吓跑了大约
140,000 名游客”。**

从短期来看，受全球衰退之害最深重的国家恰恰总是那些最经不起
打击的国家。被指责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往往是世界上最贫穷的

* 人类的痛苦、人员伤亡、对于家人和亲友的打击、由于调整重点而丧失的机会、
对于全社会造成的长期心理及社会影响、对于政府决策的冲击、以及公共安全部队
所承担的压力，所有这些成本都无法确切衡量。

** 这些损失均以各种国际媒体、组织和各国政府报告的估计数为依据，全都是
解说性质的。大概需要多年以后才能查明实际损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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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1 年 9 月 11 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袭击的经济损失估计 

（单位：10 亿美元）

个人和家庭  7.8a 
纽约市工薪阶层的损失 3.4b 
保险损失 30-50c 
与旅行相关损失（特别是航空） 7d 
旅游业的损失

 纽约市：旅馆和私营企业的损失 3.5e 
 纽约市：金融业务 4.2f 
 纽约市：零售业 7.6g 
增加的安全成本 10h 
设施和设备 
 纽约市：有形资产损失  21.6i 
 纽约市：清理场地费用 14j 

 纽约市：经济损失（税收） 16k 
基础设施损失 3.7l 
纽约市2002至2003年税收损失 3m 
政府紧急财政援助（航空公司） 15n 

总计   146.8–166.8 

 a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使用 “终生所得代价”估计数，或曰个人经济损失估计数，即把一个劳动
者从死亡那一年到预期退休那一年的税前年收入累加起来的总和，测定这个数目的总额为 78 亿美
元，平均每个受害者大约损失 280 万美元（Jason Bram, James Orr 和 Carol Rapaport,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the September 11 attack on New York Cit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 8, No. 2 (2002)）。
 b 据估计，2001 年“9·11”以后，仅纽约市就有 125,000 人失去工作岗位：每月损失工
资 125,000 × $2,500 =      $312,500,000。仅在纽约一地的失业者当中，预计有 57,000 人
直到 2003 年底也找不到工作：每月损失工资 57,000 × $2,500 = $142,500,000 × 24 个月 = 
$3,420,000,000（两年共损失工资总额）(New York City Partnership, Economic Impact Analysis of 
the September 11th Attack on New York, executive summary, New York, 2001)。
 c2002 年 3 月，原本估计投保财产损失为 166 亿美元，但是这个估计数在范围上受到相当大的
限制，所以美国保险行业组织保险业务局于 2002 年 11 月对其进行了修改。在与世界贸易中心袭击
有关的保险赔付的实际计量问题得到解决以前，真实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得而知 (Insurance 
Services Office, press release, 25 November 2002)。
 d《2002 年的世界》，《经济学家周刊》，2002 年。
 e2001 年第四季度损失估计（经济影响分析）。
 f 同上。
 g 同上。
 h 美国政府立法。
 i 清理和场地重建：15 亿美元 ；世界贸易中心大厦被毁建筑物（总面积大约 1,400 万平方英尺）  ：
67 亿美元；双子星塔大厦账面价值：35 亿美元；世界贸易中心区被毁建筑：（总面积大约 1,500
万平方英尺）：45 亿美元；世界贸易中心建筑综合设施的内部资产：52 亿美元。
 j2001 年第四季度损失估计 （经济影响分析）。
 k 同上。
 l 公共基础设施损失：地铁：8.5 亿美元；道路：5.5 亿美元；公用事业：23 亿美元（“9·11”
袭击影响计量）。
 m 美国会计局，《2001年 9月 11日恐怖主义袭击对纽约市税收影响估算审查》，2002年 7月 26日。
 n《2002 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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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阿富汗的问题主要在于该国没有加入世界经济体，前塔利班
统治者从思想意识上和经济上把这个国家拖回到黑暗年代。其他一

些穷国虽然通过愈来愈多地参与全球经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
增长，但是全球经济衰退不但会损害这些国家的经济前景，而且会
动摇其政治稳定。[12]

由于受到全世界媒体的关注，2001 年的“9·11”悲剧或许最能说
明恐怖主义造成的全球经济代价，但是其他地方的恐怖主义也造成

了相当惨重的经济损失。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各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一般来说没有引发类似的
因果探究。2001 年“9·11”事件之后，全世界的航空业蒙受了巨

大损失：加拿大总共有大约 3,000 名航空公司职员失去了工作，比

利时、加拿大和瑞士的一些航空公司被迫宣告破产。[13] 一位机场

执行官估计，在这次袭击之后的 12 个月内，预计各机场的收入损

失可能超过 20 亿美元，同时还要额外投入超过 10 亿美元的安全费
用。[14] 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政府不得不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负责

协调涉及旅游业的各类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市场营销活动，以遏制旅

游业损失的急剧攀升，防止局面失控。[15] 在美国，失业率达到了

20 年来的最高点。另据报道，预计有 900 万酒店和旅游行业工人

将丢掉工作。[16] 据国际劳工联合会估计，“全世界可能会有 2,400

万人被解雇。”[17] 米尔肯学会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研究认定，“9.11”

袭击同 2002 年底前 180 万人大裁员之间有着莫大的关系。[18]

世界银行总裁詹姆斯 · 斯沃尔芬森估计，“由于恐怖袭击的结果”，

将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死去，“同时大约有 1,000 万人可能会生活在每
日不到 1（美）元的贫困线以下。”[19]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
事件之后的头两个月内，由于民航业不景气，燃料消耗量减少，中

东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大幅度减少了石油产量，并被迫降

低了每桶的油价。[20] 欧佩克成员国警告说，如果全世界的石油生
产国不能就石油产量上限达成一致，就有发生“价格战”的危险。* 

* 后来，是伊拉克危机促使油价居高不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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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对全球通讯网络发动攻击也可能会造成损失。“美国和

其他国家越来越担心对要害信息结构发动信息攻击的潜在可能性，

必须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当前的新情况来探讨相应的对策。” [22] 现

在，每日有 1 万亿美元以上的资金通过电子渠道在全世界金融机

构间流通。[23]

恐怖主义的筹资渠道

正当全世界的商业领导人采取行动，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因 2001 年

“9·11”袭击而加剧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时候，各国政府的领导人和

全球组织也行动起来，力图切断恐怖集团的资金来源。在这方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洗钱问题金融行动特别

工作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4]

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有多种方式，这一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与国际

有组织犯罪有着相同的特征。尽管有些国家颁布了有关洗钱的新法

律，但即便做最乐观的估计，针对此种交易的侦察能力也是十分有

限的。恐怖分子的活动和有组织犯罪活动只占全球银行系统数万亿

美元流通量的很小一部分，因此难以察觉。

维持一个恐怖主义网络所需要的费用、特别是实施一次恐怖袭击所

需的费用相对来说是很小的。诚然，一个组织严密、经费充足的集

团可能会有数百万美元的开销，但即便如此，比起反恐费用来，这

也是微不足道的。不过，令人担忧的首要问题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的威胁，这方面通常的确需要较多的研发经费和培训费用。就此而

言，由国家赞助或支持的恐怖主义的介入是一个重要问题。

有组织犯罪和买卖武器及毒品是恐怖集团的主要收入来源。据联

合国估计，毒品贸易额每年高达 4,000 亿美元左右；自冷战结束

以来，轻型武器的贸易额也在大幅度增长。[5: 14] 例如，哥伦比

亚和秘鲁的恐怖集团就依赖毒品交易筹集部分经费，毒品贸易还

支撑着中东和远东的恐怖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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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恐怖集团的经费来源超出了支撑个人小团体（通常由可能有固

定工作的志愿者组成）的规模，并在实施袭击中小有成功，对筹资

的需求就增加了。[5: 130] 这些组织必须筹集资金来购买必要的器

材和武器，以便开展别出心裁的各种活动，并掌握让这些器材发挥

作用的专门知识。因此，大凡财务有保障的恐怖集团都有其明显的

优势。[25]

大多数恐怖集团都有通常涉及下列渠道的一种或数种资金来源：

 (a) 国家赞助；

 (b) 全球筹资；

 (c) 合法的工商企业；

 (d) 毒品买卖；

 (e) 就地筹资；

 (f) 普通犯罪活动（抢劫、诈骗等）。

除就地筹资和普通犯罪活动之外，利用银行洗钱和转移资金已司空

见惯。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例子，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该组织的很大一部分经费来自美国境内的捐款，

一般由前沿团体负责操作。在政府和公众压力成功地切断了这一筹

资渠道之后，该组织便转而开展一般性犯罪活动，比如走私、收保

护费、敲诈勒索和诈骗等。爱尔兰恐怖分子通过威胁出租车公司和

公共汽车公司，成功地办起了自己的出租车公司和公交公司，由此

筹措了数百万美元资金。[26]

过去 10 年来，恐怖分子集团越来越多地通过毒品贸易来筹集活动

经费。这样的实例很多，比如秘鲁的“光辉道路”；哥伦比亚的“4

月 19 日运动”(M-19) 和哥伦比亚武装革命军；缅甸的克伦民族联

盟；以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等。在世界最大鸦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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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阿富汗，还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当地的恐怖集团也被
指控从事毒品贸易活动。迪什曼断言，这些集团大多不属于有组织
的犯罪实体，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犯罪网络（见图 II）。[26]

国家赞助恐怖主义组织一般采取如下两种形式中的一种：建立一个
组织或者签署一份协议，用以支持一个无赖国家的某个现有运动。
不论哪种情况，赞助国都能提供资金、技术资源、培训和先进的武
器。自冷战结束以来，国家赞助的恐怖主义活动已从欧洲转移到非
洲和中东的一些国家。虽然国家赞助恐怖主义的现象有所收敛，但
是反对全球化的个人和松散集团的数量与日俱增，现已成为一个主
要问题。

美国总统乔治 · 沃克 · 布什在 2001 年“9·11”袭击之后发表的“反
恐之战”宣言，同时还标志着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针对恐怖主义威
胁开始对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当前的重点目标是基地组织，但
是国际和国内的反恐运动范围要比这广泛得多，现已融入更大范围
的国际合作，力图抗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首要目标就是恐怖分
子集团的筹资机制。

图 II.  国际恐怖主义筹资渠道的演化

 
         毒品走私

基 层     自愿者和    低层次  
团 体    本地筹资    犯罪

         有组织犯罪

       招募  
       支持者

          “合法” 
           企业

国 家       国际     创建      全球     全球 
赞 助      银行     “基层组织”     筹资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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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结论

可以把 2001 年的“9·11”袭击事件视为世界各国努力消除多种形
式的恐怖主义的催化剂。联合王国政府的一份文件估计此次恐怖事
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为 5,000 亿美元。[27] 不过，经济损失还仅仅
是一种衡量标准；恐怖主义事件给人们的心理和感情带来的沉重打
击，给许多国家的政局稳定造成的冲击，都是无法估量的。

经济损失不仅限于个别国家；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
受到了影响。恐怖主义的代价也不能用某个集团的某次恐怖行动的
结果来直接衡量；恐怖主义的重大代价在于，给那些家破人亡、失
去工作、或者生活质量大不如从前的普通公民的生活造成了间接而
持久的影响。

恐怖主义并非一种新现象，但是新武器、新策略以及新的攻击目标
的出现，确实增加了恐怖主义的威胁。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枪匹马
地成功开展一场反恐斗争，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
界大家庭里。消除恐怖主义的惟一希望，最终在于各国和国际组织
联手抗击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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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新经济： 
恐怖分子如何筹集资金

洛蕾塔·纳波莱奥尼*

内容提要
近 50 年来，各种武装叛乱集团想方设法建立他们自己的经
济——恐怖新经济。这一经济体系形成于冷战期间两大集团
周边燃起战火之时，而在恐怖主义私有化的进程中，当各种
武装组织业已制定自筹资金战略之时得以大幅增长。近年来
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又为其提供了新的推动力；现代恐怖集团
能够利用形形色色的合法及非法的商业活动来筹措资金。恐
怖新经济与全球非法犯罪经济合为一体，造就了一个急遽成
长的经济巨人，其年交易额已达 1.5 万亿美元，相当于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内总产值的两倍。这条脏钱之河
主要在西方经济体内循环，对西方经济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构
成一种持久的威胁。反恐之战的关键一步应当是斩断恐怖新
经济与传统合法世界经济体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

导 言

人们时常把武装叛乱集团比作商业犯罪组织，比如说“基地组织”
是个“跨国恐怖公司”。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学术界和调查
人员经常应用有组织犯罪的模式来研究伊斯兰恐怖组织的结构和活
动。[1] 这种做法虽然广为采纳，但在政治暴力研究方面有其局限
性。从恐怖主义经济学分析来看，武装组织的动机一般有别于犯罪
组织的动机。此外，不同组织之间以类似国家的形式相互交往。至

* 洛蕾塔•纳波莱奥尼 (Loretta Napoleoni) 是一位经济学家，获罗马大学经济学
博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究院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以恐
怖主义为题发表博士论文。纳波莱奥尼著述颇丰，并编辑和翻译了多部有关恐怖主
义的书籍。普拉托 (Pluto) 出版公司 2003 年 9 月出版了她撰写的《现代圣战：追踪
恐怖网络背后的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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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经济范畴内，他们的行为方式更接近国家，而非有组织犯罪集

团。这一论断的证据是：以往 20 年来，武装组织已经有能力创建

各种可持续的经济联系，而这些经济联系又为一种综合性较强的经

济体系奠定了基础——恐怖新经济。* 这个独特的经济体是现代恐

怖主义的资金生命线，它把合法的和非法的国际经济结合到一起。

本文探讨了以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恐怖主义组织与

犯罪组织、合法组织或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和主干建立起来

的这个经济体系的主要成分；首先分析恐怖主义组织所掌控的各种

收入来源，然后重点分析以恐怖新经济为其组成部分的国际非法经

济体的运行和规模。 

犯罪组织与恐怖组织的比较

普通有组织犯罪与政治恐怖主义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这两种现象的

动机不同，并由此决定了其各自开展活动的方式。贪婪是刑事犯罪

的原动力，累积财富是其首要会计准则。由此可见，犯罪组织的运

作方式同合法的私营公司非常相似，其最终目标是利润和积累。因

此，犯罪组织像公司企业那样通过资产负债表的调节经由会计系统

来管理货币流量。可是，恐怖组织持有政治动机，其最终目的不是

金钱，而是政治目的：即用另一种形式的政府来取代现政府，比如

用乌萨马 · 本 · 拉登的新哈里发权力取代沙特阿拉伯的沙特政权，

或者像联军入侵阿富汗之前的塔利班政权那样。

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恐怖主义组织对付款比对洗

钱更感兴趣。他们靠合法生意赚钱，所以无需洗钱；他们需要在全

世界基层组织和潜伏特工网络内部分配经费。为此，近年来有些恐

怖主义组织十分注重货币操纵，即通过其下属组织和某些金融机构

* 这种经济体系是上世纪下半叶政治暴力的演化结果：即从国家支持的恐怖主
义演变到恐怖私有化和“护壳国”的出现。现代圣战是恐怖新经济的主要动力。在
此使用“恐怖”而不是“恐怖主义”一词，旨在区分有关此种现象的经济分析和政
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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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口银行组成的国际网络、以及其他货币手段（比如“哈瓦拉”

地下汇款系统），躲避检查，转移巨额资金。[2] 

主要恐怖主义组织的收入来源

武装组织的主要国际收支流入量可以按其来源分为三大类：(a) 合
法生意（即本质上不违法的活动）；(b) 违反或逃避法律义务的非
法收益；以及 (c) 犯罪活动。合法生意收入包括武装组织控制下的
公司所赚取的利润（例如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在中东拥有数家蜂蜜
专卖店）以及慈善团体和个人的捐款。非法收入源自各种合法资金
的转移，但也包括来自政府提供的秘密援助。犯罪活动涉及范围很
广，这是恐怖组织国际收支的最大一项收入来源，其中包括通过绑
架、勒索、盗窃、诈骗、抢劫、走私和洗钱等犯罪所得。

合法收入

国外侨民的直接汇款以及通过特设金融机构（例如爱尔兰共和军临
时派的北爱尔兰援助委员会）的汇款，是恐怖组织国际收支的一项
重要流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侨居国外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征收
5% 的所得税。20 世纪 90 年代末，旅居德国和瑞士的阿尔巴尼亚
移民以通过类似的方式，将其收入的 3% 捐献给战斗在科索沃的科
索沃解放军。

此类汇款是一个主要外汇来源，但移民的贡献并非仅限于现金方式。
在科索沃战争中，阿尔巴尼亚裔美国人还向科索沃解放军提供通过
美国邮购目录购买的无线电、夜视装备和防弹衣等。从技术上来说，
这些捐助往往并不违法，因为国家法律对于合法汇款和对武装组织
的赞助往往不予区分。例如在美国，直到最近人们还能募集“对反
叛组织、集团或军队的捐款，个人或团体参加（这些组织、集团或
军队）也不构成犯罪，除非该组织、集团或‘军队’已被列入国务
院编制的恐怖主义集团和组织名单。” [3] 该名单随美国对外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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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而变化。例如，科索沃解放军在最近几年之内曾两度被列入该
名单，又两度从名单中清除。*

个人捐款在全世界的恐怖主义收入中发挥了很大作用。2002 年 4

月，波斯尼亚警方向美国司法部移交了一份题为《金链环》的报告。
这份文件是在袭击“基地”组织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一间
安全密室的过程中发现的，报告中列有 20 名最重要的恐怖主义金
主的名字。[6] 在这些所谓“恐怖赞助人”当中，不乏世界上最富有、
最有权势的人物。例如，有报道说名单中包括一位沙特国王的内
弟，《福布斯》杂志把他列为世界排名第一百三十七位的富翁，身
价高达 40 亿美元。1981 年，这位沙特大亨成立了杜拉 · 阿勒巴拉
卡控股集团公司，这是一个在 15 个国家拥有 23 个分支机构和若
干投资公司的银行帝国。报告中还列出了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与
乌萨马 · 本 · 拉登关系密切的沙特慈善组织）主席，伊斯兰第一投
资银行总裁 ；以及乌萨马 · 本 · 拉登的一位内弟，沙特国家商业银
行的前所有者，一位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二百五十一
位、拥有 19 亿美元财产的人物，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 (Saudi 

Aramco) 前总裁，沙特前石油大臣。

慈善组织

慈善捐款是恐怖主义融资的另一个外汇来源，这并非新鲜事。慈善
团体与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
美籍爱尔兰人在北爱尔兰成立了一些救济天主教教徒孤儿寡母的慈
善机构，用慈善基金来支持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伊斯兰慈善团体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反苏圣战期间迅速发展壮大。当时，美国鼓励
人们向穆斯林游击队战士提供一切形式的资金援助，其中包括来自
穆斯林国家的捐助。各种慈善捐款通过国际信贷和商业银行送到穆

* 参议员乔•利伯曼曾称赞科索沃解放军说：“为科索沃解放军而战就是为人权和
美国价值观而战。”短短数月之后，科索沃解放军又被重新列入美国国务院的恐怖主
义组织名单。[4] “[一位国务院官员 ]在被问及国务院是否已考虑将科索沃解放军（科
解）列入该名单的时候回答说：‘科解尚不属于外国恐怖主义组织之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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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游击战士手中。这家银行是一个惯于欺诈的机构，美国中央情
报局也利用该银行执行秘密行动。

反苏圣战结束后，伊斯兰慈善团体继续支持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和车
臣等地进行的类似战争。在伊斯兰事业的支持者或激进伊斯兰团体
成员的领导下，一些慈善机构从穆斯林游击战士的赞助者逐渐演变
为伊斯兰武装组织的融资渠道，有时甚至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提
供庇护。在国际信贷与商业银行垮台之后，伊斯兰慈善机构利用伊
斯兰银行网络为恐怖组织输送资金，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理想的货币
操纵手段。

许多伊斯兰银行是新兴的沙特中产阶级与瓦哈比教派神职人员之间
结成奇特联盟的产物。在严格遵守伊斯兰律法的前提下，前者提供
金钱，后者提供结构，共同培植一种新的银行机构。[7] 例如，伊
斯兰银行对其经管的每一笔交易都收取“济贫税”，这是每个穆斯
林都必须履行的义务。这些货币交易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记录；伊斯
兰银行的业务守则要求，一俟捐“济贫税”转账完成，必须立即销
毁所有单据。有些慈善机构经由伊斯兰银行向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伊
斯兰团体和基层组织输送资金。

已有不少伊斯兰慈善机构因涉嫌资助各种合法及非法项目而遭到起
诉，项目从建造清真寺和 madrasas 伊斯兰教会学校，到采购军火
和资助恐怖袭击，范围很广。[8] 人道主义援助与非法活动相结合
是许多这种慈善机构的典型特征。例如，穆瓦法克基金会，即臭名
昭著的“神佑救济院”，这个由乌萨马 · 本 · 拉登公开支持的沙特
慈善机构，* 在波斯尼亚开办了阿拉伯语、计算机和《古兰经》学
习课程，并且负责为穷人发放食物。可是，据一位克罗地亚前情报
官员称，穆瓦法克基金会还支持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境内活动
的穆斯林武装组织。[10] 并非所有慈善捐助都属于非法收入来源，
因此往往很难区分人道主义援助和对恐怖主义的资助。恐怖主义的
支持者也渗透进一些真正的慈善机构，将部分资金转移给恐怖主义
组织。

*1996 年，《阿拉伯祖国周刊》报道说，乌萨马 · 本 · 拉登承认自己是穆瓦法克
基金会的支持者之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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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收入

叛乱者的另一个收入来源是国家赞助，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

政府对中美洲反政府力量的资助。当今，国家赞助在资助恐怖主

义方面只起到一小部分作用；资产的转移，即按照有利于武装组

织的方式重新分配外援或现有资产，才是从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

获取外汇援助的更为常见的手段。[11] 资产转移对第三世界国家

的武装组织来说是最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之一。可以想见，有许

多种匪夷所思和出人意料的转移方式。例如几年前，美国卫星侦

察发现伊拉克人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获得的 1,000 辆

货运卡车已被改装成军车。[12] 资产转移现象如此普遍，无论是

现金援助还是实物援助，通常总会有 5％被挪用，捐助国对此也只

能听之任之。 

一种常见的资产转移方式是征收“关税”：恐怖主义组织往往在其

所控制的区域内强征养路税。例如，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波斯尼

亚克罗地亚人对路经其领地前往波斯尼亚中部的国际援助一律征收

27% 的过境运输税。另一种形式是抢劫和伏击。此外，抬高国内

币值，强制实行过高的外汇兑换率也是一种形式，在苏丹和索马里

就出现过这种情况。[13] 以外汇汇款为例，外汇兑换当地货币的

官方汇率要比黑市汇率高得多。政府或武装集团，无论是谁控制着

领土，都从硬通货的差价中牟利。 

犯罪收入

恐怖主义组织还通过转移国内资产来筹集资金，这是一种犯罪活动，

可采取掠夺、抢劫、勒索、敲诈等多种方式。国内资产转移对传统

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因为它直接掠取本国资源。20 世纪 70 年代，

巴斯克家园与自由组织 (ETA) 推行的勒索和抢劫政策榨干了西班

牙巴斯克地区的财富；多位富商被谋杀，迫使一些实业家携家小移

居国外。[14] 在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对贸易商、

生意人、企业家、餐馆和店铺老板的勒索，其中大多发生在贝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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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些恐怖主义组织将其罪恶的勒索行径称为“战争税”，是对

他们的欠款，好像他们是某片领土的主宰者似的。 [15]

由此可见，就其性质而言，国内资产转移是一项主要收入来源，尤

其是在饱受内战之苦的国家。苏丹军队利用北方游牧民族的巴加拉

民兵掠夺作为苏丹人民解放军根据地的南部村庄，结果造成苏丹南

部爆发饥荒。游击队四处偷盗牲畜，破坏了当地民众赖以为生的经

济，从而导致饥荒。[16]

还有许多其他犯罪活动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收支平衡产生可观的收

入；这些活动不胜枚举，从小偷小摸到行凶杀人，从偷窃信用卡到

公海劫掠，无所不包。本文仅以两类活动为例评说：绑架和走私。

前者可能是硬通货的重要来源，后者则是给恐怖主义组织收支平衡

带来最大财源的犯罪活动。

绑架

一旦外国人、实业家、游客或国际援助工作者遭到绑架，支付的赎

金就成了收益；如果赎金用硬通货支付，那也是一种外汇来源。例

如，1991 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绑架了吉尔吉斯内政

部的一位将军和在吉尔吉斯斯坦最不发达的巴特肯地区为一家矿业

公司工作的四位日本地质学家。据西方外交人士透露，日本政府为

解救人质，向该组织秘密支付了 200 万至 600 万美元现钞。[17]

在恐怖主义组织眼中，人质同毒品、石油、金银珠宝一样，同属于

商品，包括恐怖主义组织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拿人质的性命做交易。

在这种冷酷无情的人命交易中，购买一个人的死亡可以成为一项有

力的政治声明。1998 年末，车臣伊斯兰叛军绑架了三名英国人和

一名新西兰人，他们是正在车臣安装移动电信系统的英国格兰杰电

信公司的工程师。叛军与格兰杰公司谈判，商定支付 400 万美元

的赎金。可是就在交付赎金之前，这几个人被斩首了。据电视 4 台

播放的关于人质遇害前数小时的调查节目披露，乌萨马 · 本 · 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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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手了谈判。4 频道《新闻报道》节目称，就在人质遇害前 11 小时，
这位沙特叛教大亨提出以 400 万英镑的报价换取对这几位工程师
的处决。 [18] 当时据称，这几个人意欲向英国政府通报关于车臣经
济局势的情报。* 后来有人在车臣一条公路边的水沟里发现了四位
受害者的头颅，这显然是乌萨马 · 本 · 拉登向英国政府发出的令人
毛骨悚然的警告：离高加索远点儿，别碰这里的资源。这笔赎金落
入车臣叛军手中。

走私

走私活动是当代恐怖分子最重要的生财之道，同时也是一种犯罪活
动。** 走私物品从烟酒到钻石，五花八门，这还是恐怖组织提供
就业机会和招兵买马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巴基斯坦境内调查《阿富
汗过境贸易协定》*** 贸易情况时惨遭穆罕默德军斩首的《华尔街

日报》记者丹尼尔 · 珀尔在被绑架之前曾写道：“走私活动除了为
当权者提供潜在财源之外，也为阿富汗边境一带部落地区的穷苦居
民提供了就业机会。”[19] 这句话大体概括了走私经济学。走私是
为恐怖主义组织和犯罪组织筹资的产业，大概是恐怖分子收支账簿
上最大一项入账。巴基斯坦部落地带就是这种现象的绝佳实例。商
人通过《阿富汗过境贸易协定》，将大宗货物走私到巴基斯坦，走
私商品数量竟然高达巴基斯坦进口总量的 80%。这其中既有中国
和韩国的纺织品，也有在阿富汗境内拆卸、散件运输过境、然后在
边境另一侧再重新组装的轿车。[20] 巴基斯坦境内的主要市场之
一是白沙瓦地区的加卡诺市场，那里约有 600 名商人（其中大多

* 英国外交部在 1998 年 10 月致格兰杰电信公司的一封信中写道：“鉴于贵公司
是涉足车臣业务并掌握有关格罗兹尼第一手情况的少数几家英国公司，我们希望听
到贵公司对车臣投资潜力的看法。”英国石油及服务公司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异常活
跃。自从苏联解体以来，这些公司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一直争取在这些地区获得
一席之地。

** 走私可以带来外汇，需要将产品从一个国家实际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从这个
意义上讲，可以将走私比作商品出口。

***1950 年，内陆国阿富汗签署了《阿富汗过境贸易协定》，巴基斯坦承诺保障
阿富汗享有通过卡拉奇港进口免税品的权利。在反苏圣战期间，该协定成了在这三
个国家走私阿富汗免税品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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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阿富汗）经营各种各样的外国货。据联合国 1999 年的一项研

究报告估计，从阿富汗“非法”出口到巴基斯坦的货物总值高达近

10 亿美元，从阿富汗“非法”出口到伊朗的货物总值为 1.4 亿美元。

据联合国估算，塔利班从这些生意中抽取的出口税为 3,600 万美元，

而世界银行的估算则是 7,500 万美元。 [19]

恐怖主义组织从走私货中得到的好处是多方面的。这不但是一个巨

大的收入来源，而且腐蚀了传统经济的基础结构。走私活动为滋养

地下经济提供了便利，这是恐怖主义组织赖以生存的一个庞大的

黑市体系。据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研究估算，哥伦比亚最大走私市

场——圣安德烈西托的销售总额在 1986 年占到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的 13.7%，而到了 1996 年，这个比例已高达 25.6%。 [21] 在哥伦

比亚，来自巴拿马的走私活动正在挤垮当地的烟草公司和进口公司。

走私活动还对国家财政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1996 年，来自巴拿

马的发运货物总值约为 17 亿美元，而哥伦比亚海关报告的进口货

物价值仅为 1.66 亿美元。这就是说，有价值 15 亿的货物非法进

入该国，没有征收关税；哥伦比亚政府由此损失了一笔相当可观的

净值财政收入。[21]

走私活动也是回流资金的好方法。据美国财政部打击金融犯罪执法

网披露，哥伦比亚毒品卡特尔集团所使用的哥伦比亚黑市比索汇兑

是“哥伦比亚毒品卡特尔的主要洗钱系统”，同时也是“西半球最

有效、最广泛的洗钱‘系统’”。[22] 其运作方式很简单：哥伦比

亚毒贩子手中积累了大量美元，需要将美元重新兑换成比索。因此，

他们在美国把美元折价卖给比索经纪人，用 100 万美元兑换相当

于 75 万美元的比索。然后，这些经纪人用这笔钱采购可以很快变

成现金的货物。他们主要购买走私产品，比如香烟、烈性酒、电子

产品之类，并将其运往阿鲁巴免税区。或者，他们把装满现金的行

李箱直接运到阿鲁巴，再从当地批发商那里采购货物。这些货物从

阿鲁巴运往哥伦比亚，以相当大的折扣价抛售（价格往往比原产国

还低），以此加快洗钱周期。由此可见，走私活动让当地广大民众

能够买得起本该非常昂贵的多种产品。因此，很难从政治上根除此

类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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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简要分析了恐怖主义组织等叛乱集团的收入来源，阐明了武

装集团能够从事的各类经济活动。其中有些直接关系到恐怖分子

集团的筹资运作；另一些与犯罪活动有关，还有一小部分属于合

法活动。可是，所有这些活动都属于非正当经营体系，是由恐怖

主义组织和犯罪组织共同经营的经济体。下文将探讨这个经济体

的结构和规模。

国际非法经济体

全球化进程为犯罪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扩大并分享国际经济基础

结构提供了机会：同西方国家的洗钱机构一样，伊斯兰银行、海

上逃税乐园和恐怖分子的合法及非法经营活动，都是国际经济基

础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国际非法经济网的构成要素。

有组织地贩运毒品、武器、货物和人口，是所谓“犯罪经济”的

主要内容。非法麻醉品的年成交额约为 4,000 亿美元；另外，人

口、武器和石油、钻石等货物的走私活动可以产生 1,000 亿美元

的交易额；这些资金有 90% 是在原产国以外实现资金回流的。例

如，在每年 4,000 亿美元的麻醉品成交额当中，只有 14 亿美元留

在生产国。* 华盛顿特区国际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洗钱问题专

家雷蒙德 ·W. 贝克认为，暴力犯罪活动产生的金钱收益大都回流

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他指出 ：“每当出现来自海外的大额存款时，

美国银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奉行‘不问、不讲’的原则。实际上，

据财政部估计，存入美国的犯罪赃款有 99.9% 都是由担保账户接

*14 亿美元是按 2001 年不变价格计算出的以下七个主要毒品生产国在 1999 至
2001 年间所产毒品的平均价值：阿富汗、玻利维亚、缅甸、哥伦比亚、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墨西哥和秘鲁。这个数字是根据第一销售点的毒品价格计算的，不同于
生产成本（指毒品作物种植者为收获毒品所付出的成本）。该指标所依据的是联合国
估算的潜在毒品产量，并且考虑到了查缴以及收割期内的毒品作物受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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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这是个令人悲哀的事实，但在自相矛盾的美国法律和政策

的庇护下，许多美国银行即便怀疑某些海外汇款是非法所得，照

样来者不拒。”[23]《提供阻断恐怖主义所需适当手段以团结并加

强美国法案》的本意是遏制这种脏钱流入美国，但判断其效力如

何还为时尚早。

非法外逃资本

非法外逃资本是国际非法经济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在大多数

情况下未被查获、亦未作记录的、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非

法资金转移。可以通过逃税、回扣、行贿、伪造发票所得、以及

其他伪装交易等途径来实现非法资本外流。这是非法经济全球化

的一种现象，对产生并流出资金的国家的国内经济损害极大，因

为资金外流将耗尽这些国家的财富。据贝克披露，在 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的累积财富中有将近 40% 被转移到国外，有 2,000 亿

至 5,000 亿美元流出了俄国。塞拉利昂就是非法资本外流造成不

良后果的很好例证：走私钻石所得的外汇（估计每年为 2,500 万

到 1.25 亿美元）大部分都被用来为革命联合阵线及其走私同伙购

买武器。这笔财富几乎没有在塞拉利昂国内重新分配。

资产转移是非法资本外流的另一种方式，将导致国家的贫困。

2001 年，对包括毒品生产国（如阿富汗）和毒品中转站（如车臣）

在内的各国的援助总额大约为 680 亿美元。这笔钱的很大一部

分根本没有惠及贫困人口；部分援助款被用来支持毒品生产、走

私活动和恐怖主义活动，所得利润被转移或花费在原产国以外。

贝克指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每年接收 500 亿美元的外国援助（由美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和世界银行提供）。而在同一时期，由于正常贸易中的定价不

当和腐败所得赃款，给这些国家造成了 1,000 亿美元的非法资金

外流，相当于资金入流量的两倍。[24]“此外，还可以借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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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定价政策来转移资金，即跨国公司与其自己的子公司和附属

机构进行交易。这种犯罪敛财加上非法资产互换不附带任何贸易

的虚假转让，综合估算，每年流出穷国的脏钱总额高达 5,000 亿

美元。” [25]

每年的非法外逃资本总计 5,000 亿美元左右。* 连同其他犯罪敛

财，总额更是高达每年 1 万亿美元，相当于英国的名义国内生产

总值。对于非法金融交易（亦称“犯罪总产值”）规模的其他估算

数字都非常相似，均在 6,000 亿至 15,000 亿美元之间，大约相

当于世界总产值的 2％至 5%。其中，麻醉品产值约为 3,000 亿至

5,000 亿美元；武器、货物、人口走私以及造假的产值约为 1,500

亿至 4,700 亿美元；计算机犯罪收益约为 1,000 亿美元。 [2]

恐怖新经济

恐怖主义组织不仅依靠脏钱融资，他们也有合法的收入来源。例如，

实施美国“9·11”袭击事件，所用的就是干净的钱。合法生意所获

利润，通过穆斯林慈善机构和清真寺募集的资金，提供给穆斯林、

但最终用于支持武装集团的独立捐款，都不算“脏钱”。 尤尼科公

司为争取一项中亚输油管合同，向塔利班政权赠送了价值 2,500

万美元的“捐款和礼物”，这笔钱出自该公司的合法预算。捐款是

可用于恐怖活动的合法资金。就其本质上而言，这是犯罪敛财与

恐怖主义筹资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通过合法手段获得、向税务

部门申报、以支持恐怖分子为最终目的的资产和利润。由此可见，

与国际非法经济相比，恐怖新经济另有财源，估计每年可以达到

3,000 多亿至 5,000 亿美元。** 

* 在贝克的这项计算中包括了“济贫税”和经由“哈瓦拉”地下汇款系统汇到
国外的资金。

** 这项估计是根据笔者对恐怖组织合法生意规模的研究及计算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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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非法经济在内，恐怖新经济总值将近 1.5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

经济总产值的 5%，形成了一个与合法经济并行的国际经济体系。

恐怖新经济产生了一条资金流，跟传统经济混合在一起，并从根本

上毒害传统经济。恐怖新经济加重了某些国家对非法货币来源的依

赖性，削弱了洗钱管制系统，榨取作为其主要财富发源地的发展中

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经济资源，使得合法经济日益枯竭，助长

非法经济和恐怖主义经济的滋生。这一过程削弱了国家力量，推动

由武装集团控制的经济体的形成，这些实体围绕武装冲突经济创建，

并且往往得到恐怖主义组织的支持。随着这一进程的演化发展，这

种经济体系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并且经由资金回流系统，加深西方

世界对其依赖性。

洗钱

1.5 万亿美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每年主要注入西方经济体的现

金相当于全球总产值的若干个百分点，其中大多经由国际洗钱体

系定期洗过或者经由货币操控系统重新分配。许多官方金融机构

提供、而且直到最近还在提供这些服务。1995 年，澳大利亚金融

情报机构，澳大利亚金融报告和分析中心发表报告指出，估计每

年有 35 亿非法澳元通过澳大利亚实现资金回流，其中只有 1% 被

警方查获。塞浦路斯北部多年来一直是洗钱乐园，当地银行和金

融机构每个月可以将大约 10 亿美元的俄国脏钱洗白。 [26] 一些年

来，泰国也受到洗钱者的青睐。据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 1996 年估

计，有 285 亿美元流经该国的洗钱系统，相当于泰国国内总产值

的 15%。[27]

雷蒙德 ·W. 贝克坚定地认为，大多数脏钱都是经由美国和欧洲金融

机构清洗的。罪犯和恐怖分子的脏钱在腐败或逃税的伪装下进入

洗钱体系。美国反洗钱立法要求登记存款，但“财政部的官员曾

多次声称，美国的政策是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外逃资本，基本上

或根本就不理会这些钱是不是逃税资金。”[25] 法律对于腐败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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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极为含糊。在 2001 年末之前，法律虽然禁止美国商人对外国政

府官员行贿，但允许美国银行帮助他们转移资金，而不必询问资
金的来源。贝克写道：“美国法律传达给……美国商人、财务顾问
和银行家这样一条信息：不要贿赂外国官员；可是，假如遇到富
有的外国官员，包括那些涉嫌腐败的官员，美国也想要他们的钱。”
[23, 24] 例如，纽约银行曾因涉嫌将 100 亿美元运出俄罗斯的洗
钱计划而接受调查。参与此项计划的俄罗斯黑手党成员、商人和
政府官员共同策划了资金外流，其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资
金。[26] 2001 年 10 月，在《反国外贿赂法》通过 25 年之后，《提
供阻断恐怖主义所需适当手段以团结并加强美国法案》终于依照
美国反洗钱法律，将操纵腐败收益定性为犯罪。不过，对操纵腐
败收益的定罪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至今依然有许多方法
可以规避法律的制裁。 [25]

洗钱是要付出代价的。20 世纪 80 年代，交易成本仅为 6%；而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洗钱的成本已经激增到相当于回流资金总额的

20%，[27] 而且仍在继续提升。贝克解释说：“这是按洗钱总量收

取的百分比。对毒贩来说，这笔成本很容易承受。在美国，就在洗

钱成本持续上扬的同时，毒品价格实际上一直在下降。这明显说明

毒品供应充足，而且走私的成本也比较低，因而很容易付清洗钱的

账单。” [25] 洗钱变得风险更大，费用更高，还需要更加先进、复

杂的技术手段。雷蒙德 · 贝克研究发现，洗钱机器每洗清 1,000 亿

美元，就相当于流入了 4,000 亿至 5,000 亿美元“脏钱”。[25] 如

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在每年清洗的 1 万亿美元当中，约有 2,000

亿美元是由西方洗钱机构“洗白”的，然后作为“清洁钱”进入世

界货币供应量。

国际非法经济的增长

最后一个问题是：滋养世界非法经济的资源总量有多大？在这个

经济体系内流通的货币总量有多少？就货币而言，国外持有的美

元货币，亦即在美国境外使用的美国通货存量，可以提供一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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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粗略的指标。* 由于美元是非法经济进行货币兑换的主要手段，

因此有理由假定，美国境外持有的部分美元存量属于国际非法经

济所有。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从 1965 年到 1998 年，国外永久持有的美

元份额增长了近 60 倍。** 这是在同一时期非法经济增长的一个

基本指标。目前，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货币供应量（技术上称

为 M1***）在美国境外持有，而且这个比例仍在增长。由此可以

大致看出世界非法经济的逐渐增长情况。将 1965 年和 1998 年的

100 美元面额钞票的发行量进行比较，即可看出外国存量的增长速

度要比美国国内存量的增长速度快得多。越来越多的美元离开发行

国，一去不复返，用于交易，为安全目的而持有，或者存入金融安

全天堂的外国银行。

这对美国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反映出合法经济与非法经济

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由于存在铸币利差，即政府将贵金属转变

为更加珍贵的硬币和钞票所获得的收益，国外持有的美国货币是

美国的一大笔财政收入来源。**** “假设国外持有货币量为 2,000

亿美元 [1996 年的数字 ]，且三个月期国库债券利率为 5.2%，

……国外流通货币的铸币利差（和纳税人的储蓄额）将超过 100

亿美元。” [30]  

* 美国联邦储备局指出：“外国人将大额值钞票主要用于储存价值，而经济不稳
定的国家则想用美元作兑换工具。”[28]

**“这是指在国外持续流通或者永久持有的美国货币。为区别起见，我们假定，
国外持有的美元货币分为永久持有和暂时流通两种。从定义来看，永久持有部分在
国外持续流通，因而不流经美联储的现金管理部门。我们认为国外暂时持有的货币，
比如因旅游或商务差旅而支出的现金，最终要回到美国……其过渡期与国内流通货
币相似。”[29]

*** 指现金和短期存款。

**** 每当美国政府出于货币需求而发行货币时，都会创造财富。“铸币利差”
是中世纪意大利统治者在发行金币方面使用的术语 (signori)；金币的价值等于其含
金量的价值加上铸币利差（即发行金币的成本）。可以把国外持有的所有美国货币视
为无息借贷的国库债券，对纳税人来说是一种储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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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合法经济体系和非法经济体系之间很可能已经密不可分，要切断一

切联系恐怕为时已晚。每年损失 1.5 万亿美元的现金注入，西方资

本主义能够承受得起吗？失去中东的石油，西方资本主义还能生存

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显现出未来的危

险已经迫在眉睫。一直笼罩在决策者心头的恐怖主义威胁不断地提

醒人们，必须对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封闭可以进入合法国际经

济体系的渠道，很可能开启进入非法国际经济的新渠道。

金钱对于恐怖分子来说是仅次于反叛思想和精神的生命线，那么，

消灭现代恐怖主义的惟一办法就是制定策略，切断黑色及灰色市场

经济与清洁、合法的市场经济之间的一切联系。这项工作需要时间，

可能要花上数十年。第一步要消除西方经济对洗钱的依赖性；第

二步要鼓励伊斯兰金融及银行机构成为国际金融的组成部分，并

恪守相关规章条例；第三步要把一些地区从恐怖主义组织和犯罪

组织的魔爪下解救出来，例如在金新月地带、拉丁美洲及中亚地

区切断麻醉品走私的供求关系。若不采取这些措施，恐怖新经济

势必继续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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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统计学： 
全球恐怖主义趋势估量的挑战

亚历克斯·施米特*

 
只要一套数据集所描绘的暴力世界与其他数据集所描绘的暴

力世界有出入，就很难在学术界以外赢得信任。[1]

内容提要
恐怖主义行为残杀和伤害个人。用统计学的冷峻眼光看待恐
怖行为，或许让人觉得对每个独一无二的宝贵生命的丧失似
乎不够尊重。为了尽可能有效地应对恐怖分子的挑战，必须
以扎实可靠的数据为依据，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对恐怖主
义现象的任何认知都必须建立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而不能
依赖对个案草率得出的一般化结论。本文评述全球恐怖主义
的趋势，并围绕这一主题对各种来源的数据加以比较。

导 言

对衡量恐怖主义水平的一项关键要求就是有效地保有相关课题的数
据库。无论恐怖主义研究还是其他研究领域，数据库都可以用作如
下用途：

 (a) 作为分析者的扩展存储器；

 (b) 找出恐怖主义的基本模式；

 (c) 便于趋势分析；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预防恐怖主义处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高级官
员。

笔者对下列人士在提供资料或编制表格方面所给予的帮助深表感谢，他们是：
沃尔夫冈 · 龙贝格、马西米利亚诺 · 蒙塔纳里、彼得 · 弗雷明、布赖恩 · 霍顿、萨米
· 内瓦拉、罗杰 · 戴维斯、扬 · 奥斯卡 · 恩格内、阿尔伯特 · 容曼、爱德华 · 米克洛斯、
雷 · 皮凯、弗兰克 · 山蒂、马德莱娜 · 诺雷什、马德莱娜 · 莫伊斯和格雷格 · 莱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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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恐怖主义运动加以比较；

 (e) 测算未来恐怖主义活动的概率估计；

 (f) 对可能作为恐怖主义起因、伴生情况、或者后果的其他现
象进行统计相关分析；

 (g) 评估反恐政策的成效。

既然数据库有这么多用途，目前在恐怖主义研究领域现有数据库的
数量之少，未免令人吃惊。统计数据利用水平低下，并不是社会科
学的普遍情况，而是恐怖主义研究所特有的现象。

安德鲁 · 西尔克发现，“在法医心理分析学方面约有 86% 的研究论
文、在犯罪学方面约有 60% 的研究论文至少包含有某种形式的统
计分析，……但有关恐怖主义的论文却很少包含统计学；即便包含
了统计学，也只不过是描述统计，这种统计的发生几率相当于其
他统计的将近五倍。过去五年来在这方面发表的 30 篇论文中，只
有一篇论文包含了推论统计分析。”[2] 西尔克的结论可用表 1 来
说明：

在恐怖主义研究领域现建有哪些类型的数据库并可应用于统计分
析？大多数的数据库都是按年月排序的，而且仅涉及国际恐怖主义
问题。表 2 列出了恐怖主义研究领域的主要数据生产者。

表 1.  1995 至 1999 年统计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比较 

（百分比）

 推论统计 描述统计 不涉及统计

法医心理分析学研究 81.0 5.0 14.0
犯罪学研究 32.5 27.5 40.0
恐怖主义研究 3.3 15.7 81.0

 资料来源：Andrew Silke, “The devil you know: continuing problems with research on terror-
ism”,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3, No. 4 (2001),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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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库当中，总共只有三个出自美国，而且大多只能获得美
国政府的阶段性资助。从表 2 可以清楚地看出，兰德公司、国际
恐怖主义：恐怖事件的属性 (ITERATE) 和美国国务院长期收集的
统计数据大多都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遗憾的是，由（英国）平
克顿全球情报服务公司长期经营的、覆盖各国及国际范围的全球
恐怖主义数据库在 1997 年中断了。时间序列的中断并非罕见，因
为往往只有一位研究员负责维持一个数据库。甚至兰德公司的数
据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出现了空档，但这个空档将得到弥补。
另一个数据库，由一位挪威研究者维持的“西欧的恐怖主义：事
件数据 (TWEED)”范围仅限于一个地区，并以单一的数据来源
为基础。由两位美国学者弗兰克 · 山蒂和雷 · 皮凯维持的“通讯技
术：基本研究与应用 (COBRA)”数据库遇到了数据积压的难题。
由一位英国反恐专家维持的数据库“恐怖主义研究的技术和运作
情报 (TRITON)”不是以个别恐怖主义事件、而是用（有时是多
宗）事件报告作为分析单位。有些数据库采用广义的恐怖主义定义，
有些则采用狭义的定义。

表 2. 关于恐怖事件或事件报告的数据库

数据来源 范围 时期 事件数量

 
兰德公司(RAND) 国际 1968–1997 8,509

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 1968–2000 10,837 
恐怖事件的属性(ITERATE)  

美国国务院  国际 1980–2001 10,026

通讯技术： 国际 1998–1999 1,041 
基本研究与应用(COBRA)

西欧的恐怖主义： 国家（欧洲） 1950–1999 10,498 
事件数据(TWEED)   

兰德公司－国家预防恐怖主义 国家和 2001–2002 2,261 
纪念协会(MIPT)  国际  

英国平克顿全球情报服务公司  国家和 1970–1997 70,215 
 国际  

恐怖主义研究 
技术和运作情报(TRITON)， 国家和 2000年中期– 2,452 
危机管理解决方案 国际 2002年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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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数据库有关恐怖主义的不同处理定义

在分析各种数据库的处理定义时会发现，对何谓恐怖主义这个问题
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有些数据库的恐怖主义定义中包括游击活动，
有些则包括和平时期对军事人员的袭击。表 3 列举了诸多恐怖主
义数据库的比较定义要素。

表 3.  恐怖主义处理定义诸要素

 
 
 
 
 
恐怖事件 
数据库中的 
定义要素   

暴力；武力  X X X X X X 

政治  X X X X  X 

恐惧，突出恐怖   X  X X X  
威胁   X  X  X 

（心理）效应与 X  X      
（预期）反应

受害者/目标区分   X   X  

有目的；有计划， X X X X X X X  
有系统； 
有组织的行动

对抗方法；    X   X 
战略；战术 

“超常规”；         
违反公认的规则； 
不受人道主义约束

威逼；勒索； X     X X X

引诱服从 

舆论宣传 X     X  

专治； -         
无人性； 
随心所欲； 
不分青红皂白

受害者为平民、  X  X X    
非武装人员、 
中立者或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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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在关于恐怖主义的处理定义上有差异，而且在检查实际录入数

据库的条目过程中，有时会发现有些条目根本不适合相关的处理定

义。比如，一个美国数据库在其国际恐怖主义事件清单项下包括了

打砸抢行为和蓄意破坏行为，以及某些犯罪行为和游击战行为。[3] 

在无人直接受影响的情况下，针对输油管线等目标的故意破坏行为

似乎并不构成恐怖主义。可是，鉴于这种行动往往是由武装集团进

行的，目的是从石油公司勒索钱财，为恐怖主义行动等各项活动筹

 
 
 
 
 
 
恐怖事件 
数据库中的 
定义要素   

恐吓       X 

犯罪者为集团，  X X X    X 
运动，组织

象征性；   X X X X X   
向他人示威

发生暴力的         
不可估量性、 
不可预测性、 
出乎意料性

秘密活动；  X  X X    
隐蔽性

暴力的重复性、         
系列性或运动性

犯罪       X X

对第三方       X   
发号施令

 资料来源  ：兰德公司，金 · 克拉金提供的定义，兰德公司，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2001
年 4 月。
 兰德公司－国家预防恐怖主义纪念协会，定义见于如下网址：www.tkb.org/Glossary.jsp。
 国际恐怖主义 ：恐怖事件的属性 (ITERATE) ：爱德华 · 米克洛斯、托德 · 桑德勒和让 ·M. 默多克编
辑，《20 世纪 80 年代的恐怖主义：纪事》，第 II 卷：1984-1987 年（艾姆斯，衣阿华州，美国，衣
阿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xiii 页。
 美国国务院：《2001 年全球恐怖主义的模式》定义摘自美国联邦法典第 22 章第 2656f(d) 节。
 通讯技术：基本研究与应用 (COBRA)：弗兰克 · 山蒂和雷 · 皮凯，《1998 年的国际恐怖主义：
年度事件数据报告》（科林戴尔，宾夕法尼亚州，美国，DIANE 出版社，2000 年），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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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所以将这种勒索犯罪的附属行为连同其他一些政治暴力一

起纳入恐怖主义数据库，是符合操作逻辑的。

将不纯净的案例纳入数据库，被那些恪守学术严谨规则的人视为一
种“罪过”。然而，批评者与其责备某些恐怖事件数据库不仅包含
模棱两可的案例，而且还包含非恐怖事件，倒不如考虑一下，将数
据的收集范围扩大到不仅包括其他政治暴力行为、而且也包括政治
冲突的其他表现形式，是否更合理些。的确，现有恐怖主义问题数
据库的最大缺点，就是普遍脱离了整体政治冲突局势，在这当中，
恐怖集团只是众多角色之一。

在恐怖主义研究中，有如下几个公认的分析层次：

1. 有恐怖分子集团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冲突局势；

2. 恐怖分子的“事业”及其实现目标的企图；

3. 恐怖分子集团及其动力；

4. 恐怖主义运动及其起伏；

5. 恐怖事件个案。

本文所讨论的数据库局限于最低一等分析层次，即上面列出的第 5

层次。

人们或许会认为，在统计事件数量这个相对“原始”的层次上，不
同的数据库可能会覆盖或多或少相同的事件。可是，各数据库所
使用的处理定义不同，对事件的实际覆盖率也各不相同，由此产
生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各个数据库最终提供了极不相同的
事件数量。以 1968 至 1977 这 10 年为例，笔者走访的四家美国
数据库所给出的这一时期恐怖事件总数差异极大：936 宗（兰德公
司）；2,413 宗（中央情报局）；3,027 宗 (ITERATE)；以及 4,091

宗（美国国务院）。[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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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此之大的差异做何解释？并非仅仅是谁在计数的问题，同
时也是计什么数和如何计数的问题。举例来说，有两个美国数据
库都包含了同一组事件：一个夜晚发生在同一座城市 40 起的爆炸
案。其中一个数据库（中情局）将其列为 40 宗单独的事件，而另
一数据库（兰德公司）则将其作为一宗事件来处理。[4: 29] 甚至
在处理定义几乎一致的不同数据集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图 I
显示了 ITERATE 数据库和美国国务院数据库的某些差异。

维持一个关于恐怖事件的数据库既需要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处理定
义，又需要始终如一地应用这个定义，而后者的难度更大，往往难
以实现。早在 1981 年，W. W. 富勒就曾指出：

“我们采访的每一位研究员几乎都对难以为恐怖事件数据
库确定一套始终如一的定义而忧心忡忡。问题在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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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1968 至 1998 年期间历年国际恐怖主义事件 
根据国际恐怖主义：恐怖事件属性 (ITERATE) 数据库 

和美国国务院数据库的数据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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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数据全面性的主观愿望与数据严密且相关的必要性
之间权衡取舍。人们批评实行严格定义标准的数据库太
过严格，在有些情况下，这些限制是法律规定的，……
在有些情况下则是由任务决定的，……或者是保持方法
论严密性的主观愿望的结果。……另一方面，一些数据
库则包含有按照严格的数据库定义解释或许应予排除的
信息。……各种数据库就以这个问题为分水岭，泾渭分
明 ：用于基础研究的数据库力争实现比较严格的定义和概
念的可操作化；而主要用于情报估计的数据库所包含的
数据则与政策问题有直接关联，而不管选择数据的标准
是否一致。”[5]

数据来源

定义问题和某个特定定义的应用前后矛盾的问题只不过是数据收集
者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中的两个而已。此外还有一个数据来源的问
题。大多数的数据库严重依赖公开来源的材料，而由于媒体在政治
冲突中往往不是中立的旁观者，对恐怖事件的报道也就造成许多新
的问题。恐怖主义世界往往是“给人以假象”的世界，身在其中的
媒体以及通过媒体看恐怖主义世界的公众势必受到某种方式的影
响——即便不是被操纵。* 因此，由于如下多种因素，对有关恐怖
主义行动的信息评估往往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a) 犯罪者承担虚假责任、多重责任，或者不承担责任；

 (b) 很难区分冲突一方为了把某个好战团体牵扯进来而制造的
挑衅性“伪造”事件和的确由该集团作案的事件；

 (c) 官方审查制度或提供假情报；

* 比如，政府情报来源之所以传播错误信息或“经过粉饰”的信息，是因为假如
把某个特定事件的“真实”版本公诸于众，就会暴露某个情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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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公开消息来源就许多恐怖行动提供的表面的、“软性”、不
完整、或缺失的信息；

 (e) 有关恐怖主义的抹煞背景关系的信息（即忽略社会政治冲
突）；

 (f) 媒体自我审查、报道失真或有偏袒；

 (g) 各种信息相互矛盾，而没有可靠的第三方出面确认；

 (h) 定义问题（恐怖主义概念的界限问题，比如 “搞破坏”的
“恐怖分子”或 “打游击战”的“恐怖分子”）；

 (i) 战争（内战）迷雾：战争中发生的事件难以区分；

 (j) 在搞不清楚是“对军事目标实施攻击而伤及平民”、还是
“对平民实施攻击而造成非平民伤亡”的情况下，很难处理混合袭
击事件。

与 20 年前相比，解释恐怖行动的难度增加了，还有一个原因是近年

来声称对恐怖事件负责的情况减少了。由于大多数恐怖集团采取了

隐蔽的地下活动，核实信息的工作更加复杂了。政府往往是情报和

解释的惟一来源。在实行官方审查或媒体自查的情况下，报道的恐

怖事件数量往往与实际不符，或者伤亡数字被窜改。如果缺乏勇敢

的新闻工作者或外国记者，报道的事件数量往往减少得更厉害。再

有一个复杂因素就是，在发生内战、外国占领、外部军事入侵、或

国家间冲突的情况下，在恐怖暴力之外还会同时出现其他多种形式

的暴力。这会导致信息处理方面的许多问题，也会影响到“编码之

间的可信度”——当要求不同的编码员将某些特定事件收入或排除

于一个数据集的时候，这些编码员未必总是做出相同的判断。[5: 15]

尽管恐怖主义事件数据库有着种种缺点和不足，但对恐怖主义现象

还是很有发言权的，特别是在相互比较的时候。下文阐述了几点最

重要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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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恐怖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关系

当有关恐怖主义的统计数据付诸应用的时候，通常是指国际恐怖主
义。受害者不是本国人、犯罪者不是本国人、袭击地点在外国的国
际恐怖主义事件仅占全球（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中的很小
一部分。至于这一部分究竟小到何种程度，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依参考数据库的不同，每年发生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少到 293 宗

（兰德公司），多到 520 宗 (COBRA)；而全球（国家和国际）恐怖
主义事件的年平均总数则是 1,507 宗 (RAND-MIPT) 到 2,452 宗
(TRITON)。1970 至 1997 年间，平克顿长期系列的年平均计数
为 2,635 宗。[6，7: 1]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国家恐怖主义和国际
恐怖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图 II 表明，这两类恐怖主义在不同地
区的比率差异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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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I.  2001 年 3 月 1 日至 2002 年 6 月 24 日恐怖主义事件的地区分布

（百分比）

 资料来源：兰德公司－国家预防恐怖主义纪念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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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根据兰德公司－国家预防恐怖主义纪念协会的统计数据，
在 1997 年 12 月 26 日至 2003 年 3 月 8 日期间发生的 7,053 宗事
件当中，分别有 6,276 宗国家事件和 777 宗国际事件；这说明，“国
际”事件仅占总数的 12.4%。在许多情况下，很难区分国家恐怖
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 另一方面，平克顿全球情报服务公司对于
1989 至 1997 年全球恐怖主义事件的计数则表明，国际恐怖主义
仅占全球恐怖主义的 9.2%。[6: 182] 根据各种不同的数据库，可
以说在所有记录的恐怖事件当中，国际事件约占八分之一到十分之
一。可是，区域差异相当大（见表 4）。

各地区之间的国家及国际恐怖主义水平之所以差异如此之大（拉丁
美洲占 7%，而中东地区占 27.5%），主要是外来人口迁移（包括
难民）的存在和规模以及政府对人口的控制程度等因素造成的。

表 4.  1997 年 12 月 26 日至 2003 年 3 月 8 日 
按区域分布的恐怖事件

 国际 国内 总计（=全球）

北美洲 4 33 37
西欧 182 1,853 2,035
东欧 43 555 598
拉丁美洲 77 1,103 1,180
东亚和中亚 13 43 56
南亚 61 1,122 1,183
东南亚和大洋洲 35 241 276
中东/波斯湾 333 1,209 1,542
非洲 29 117 146

总计 777 6,276 7,053

 资料来源：俄克拉何马城国家预防恐怖主义纪念协会，2003 年春季。

* 玛莎 · 克伦肖在《全球恐怖主义现象》一文中指出：“‘国际’恐怖主义和‘国
内’（国家）恐怖主义之分是人为的，如此区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局部冲突是流动
的。当普遍的信仰体系——包括宗教和世俗意识形态——能为扩张性的斗争观念提
供正当理由的时候，当外国行动者似乎成为国内变革障碍的时候，这种局部冲突就
在其认为切实可行的时机向国际层面扩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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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恐怖主义的杀伤力提升，而恐怖事件的发生频率下降了？

恐怖主义定量研究的先驱之一，布赖恩 · 詹金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断言，恐怖主义分子要的是有很多人观看，他们不是要很多人去死。
除了作为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存在的国家恐怖主义之外，直到最近都
可以充分地证明，恐怖主义的致命性通常比较低。例如，分析过去
25 年来发生的少数几次高致命率恐怖事件可以发现，除去发生在
阿尔及利亚的事件以外，“只有”七宗事件夺命 200 人以上；死亡
人数超过 100 人的事件总共不到 24 宗。[9]

近年来，布鲁斯 · 霍夫曼提出的论点是：恐怖主义的杀伤力有上升
趋势，与此同时，恐怖事件的数量下降了。国际恐怖行动的这种下
降趋势在 1986 至 1992 年和 1994 至 1997 年表现得十分明显；但
总的来说，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呈现一种起伏不定的格局。沃尔特 ·

恩德斯和托德 · 桑德勒在以 ITERATE 数据为基础撰写的一篇论文
中得出结论说：“我们还利用 1970 年至 1996 年中期的数据分析了
恐怖袭击模式的趋势和周期。基本上没有证据表明国际恐怖主义的
上升趋势，这与媒体的形容恰好相反。所有类别的恐怖事件都表现
出周期性……”[10]

从图 III 提供的 1968 至 1998 年 ITERATE 数字可以看出，每次
事件的平均死亡人数从1968年的0.24人增加到1978年的1.25人，
在 1988 年降至 1.04 人，1998 年上升到 4.35 人。不过，在此期
间也有过相当大的降幅。每次事件中的受伤人数也呈现类似的起伏
趋势：从 1968 年和 1978 年的 1.64 人降到 1988 年的 1.07 人，然
后又上升到 1998 年的 2.33 人。图 III 展现了 31 年间国际恐怖主
义行动造成的伤亡人数。

关于恐怖主义杀伤力上升的论点也得到 ITERATE 数据的印证。
[11] 不过，应该谨记在心的是，这个假说所依据的是国际恐怖主
义杀伤力和伤亡率相对较低的背景。

对于在媒体的影响下认定“国际恐怖主义总是血腥致命”的非专
业人士来说，表 5 所载的信息或许会让他们吃惊。2001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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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对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造成 2,830 人死亡，这是相当罕见的。
根据 ITERATE 统计数据，造成人员受伤的恐怖事件还不到记录
事件的 18%。在这 31 年里，平均每次事件中的受伤人数不到 2 人
(1.78)。在所有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中，造成死亡的事件仅占 15%。
1968 至 1998 年间，平均每次国际恐怖事件的死亡人数还不到 1
人 (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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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II. 1968 至 1998 年的国际恐怖主义：遇害者人数与历年事件趋势的比较

 资料来源：国际恐怖主义：恐怖事件属性 (ITERATE) 数据库，彼得 · 弗莱明编纂。

表 5.  国际恐怖主义：恐怖事件属性 (ITERATE)（四）数据库 
关于 1968 至 1994 年国际恐怖主义统计数据

事件总数 10,837宗
死亡人数 9,654人 （=每年401人）

未造成死亡的事件数量 9,210宗 （85%）

受伤人数 16,854人 （=每年624人）

未造成伤害的事件数量 8,907宗 （82.2%）

只有1人死亡的事件数量 876宗 （8.1%）

 资料来源：P. Flemming 和 R. Stohl, “Myths and realities of cyberterrorism”, in Countering 
Terrorism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 Schmid 等人 , eds. (Mila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Advisor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Programme, 2001),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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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之所以产生这种反直觉的结果，部分原因是由于 ITERATE
的处理定义造成的，该数据库包括了许多针对财产而不涉及人员伤
亡的袭击。在 1968至 1998年间，ITERATE记录了 11,304宗事件，
其中 40.3% 系以财产为目标；35.4% 针对人；24.4% 既针对人也
针对财产。ITERATE 的定义没有将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仅限于平民
目标，而是也包括某些外国和东道国的军事伤亡情况。

近年来恐怖杀伤力的提升，从全球恐怖主义（“全球”是指国家和
国际的总合）来看比从国际恐怖主义（仅指跨国）来看更加明显。
荷兰莱顿大学关于“侵犯人权的根本原因跨学科研究方案”收集的
1968至1993年全球恐怖主义的数据印证了关于杀伤力提升的假说。
可是，没有证据支持关于每年全球恐怖主义事件数量下降的假说。

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近年来伤亡人数、尤其是国家恐怖主
义造成的伤亡人数增加了。虽然国际恐怖事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
所收敛，但全球（即国家和国际的总合）恐怖主义并非如此。

非世俗恐怖主义集团的上升势头

近年来伤亡率的上升可以归咎于原教旨主义宗教恐怖集团的兴起，
据认为，这些恐怖分子不大在乎死人多少。兰德公司的布鲁斯 · 霍
夫曼首先注意到这种非世俗恐怖集团的抬头趋势。表 7 显示了这
种发展态势。

表 6.  1970 至 1983 年和 1990 至 1993 年全球 
（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造成的伤亡人数

 年平均 受伤 年平均 死亡 
时期 受伤人数 总数 死亡人数 总数

1970-1983 1,352 18,925 2,008 28,110
1990-1993 9,252 37,010 6,875 27,499

 资料来源：A. J. Jong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errorism in Western Europe, 
1968-1998”, in Western Responses to Terrorism, A. P. Schmid 和 R. D. Crelinsten, eds. (London, 
Frank Cass, 1993), p. 36，以及 Peter Chalk, West European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The 
Evolving Dynami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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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的最后一个数字，即 1995 年的数字，可以表明至少有 43%

的活跃的国际恐怖主义集团是有宗教动机的。另外一项研究深入分
析了 130 个恐怖集团的意识形态背景，得出了一个可比数据：该
项研究发现，有 38.5% 的恐怖主义集团自称受到宗教的鼓舞。

表 8 给出的非世俗集团的数量也许高估了，因为有些集团可以归
入不止一个类别，比如，分离主义集团同时具有种族和宗教两种从
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编码员就不得不从两者当中选择一个。

在 1968 至 1998 年间最活跃的 10 个国际恐怖主义集团当中，只有
一个属于非世俗集团——伊斯兰圣战组织。然而，也正是这个集团

表 7. 非世俗国际恐怖集团的上升趋势

                                        国际恐怖主义集团 
年份 总数 非世俗集团

1968 .. 0
1980 64 2
1992 48 11
1994 49 16
1995 58 25

 资料来源：Bruce Hoffman, “Terrorism and WMD: some preliminary hypotheses”,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4, No. 3, spring/summer 1997, p. 48。

 注：两点 (..) 表示没有现成数据或者数据不是单独报道的。

表 8.  130 个恐怖主义集团的意识形态背景

恐怖主义集团的类型 数量 百分比

右翼 5 3.8
左翼 20 15.4
种族 55 42
非世俗 50 38.5

 资料来源：Dennis Pluchinsky, Paul de Armond 和 Ehud Sprinzak, “The classic politically moti-
vated non-state groups”,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Arms Control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以
及 Center for Global Security Research of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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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了平均每次事件的最高伤亡人数（9.83 人，而平均数是 3.6 人）。
自 1998 年以来，最活跃集团当中的非世俗集团数量已从一个增加
到三个（见表 9）。

恐怖主义的根源

以上各表都是描述性的。不过，可以根据现有资料做一些推论统计。
图 IV 和图 V 提供了关于推断恐怖主义根源的两个实例。

经常提到的一个恐怖主义根源是贫困。[12] 如果把一些国家的贫
困指标与恐怖主义指标结合起来，就应该有可能确定其间是否存在
某种关联。我们利用大约 70 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
研究。有好几种估量贫困的方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纂的“人类

表 9.  1968 至 1998 年间最活跃的 
10 个国际恐怖主义集团

   逻辑 
 事件 伤亡 成功率 
 数量 人数 （百分比）

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IRA) 561 2,397 72.5

黑色九月组织(BSO)（巴勒斯坦集团） 151 257 31.8

西班牙巴斯克家园与自由军事阵线(ETA-M) 144 168 83.3

伊斯兰圣战组织(IJO)（黎巴嫩） 131 1,288 86.3

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KK) 106 43 96.2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 99 694 73.7

哥伦比亚武装革命军(FALN) 91 179 86.8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ELN) 91 217 84.6

光辉道路(SL)（秘鲁） 88 127 88.6

解放亚美尼亚秘密军 
(ASALA)（土耳其） 80 185 80.0

 资料来源：国际恐怖主义：恐怖事件属性 (ITERATE) 数据库，彼得 · 弗莱明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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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指数”提供了一个贫困指标。它由分别计量人均收入、预期寿
命和教育水平的三项指标组成的。最近开发的恐怖主义指数 * 也

是基于三项指标，分别计量恐怖主义的严重程度、频率和范围。严

重程度用每年伤亡人数界定；频率用每年恐怖事件数量界定；范

围用国内活跃的恐怖集团数量界定。

见图 IV 所示，从人类发展指数和恐怖主义指数的数据与分析来看

恐怖主义与贫困之间的相关性。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层面上的贫困与恐怖主义相关性是相当低的。

让我们拿恐怖主义水平与各国尊重人权的水平做相关比较。使用原

由（美国）珀杜大学的迈克尔 · 斯托尔开发、后为荷兰莱顿大学关

于“侵犯人权的根本原因跨学科研究方案”更新过的一个指数进行

* 笔者开发的“恐怖主义指数”是一个以 2 为基础的对数转换，用 f(X) = log 2 
(2+X) 表示（加 2 是必要的，因为有些情况的数值为零，不能计算对数）。这种以 2
为基础的指数平整了任何一个变量的极值，举例如下：

  事件数 集团数 受害人数 指数

国家 1 10 10 1,000 17.14

国家 2 100 100 10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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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V.  恐怖主义与贫困之间的相关性

 注：Kendall tau-b 系数：相关系数：0.250；有效性（加 2）：0.0003；N: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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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该指数计量另一种苦难——因为践踏人权而造成的苦难，所

依据的是美国国务院关于各国人权实践报告中的数据。

从图 IV 和图 V 可以看出，侵犯人权造成的苦难与恐怖主义之间的
相关性高于恐怖主义与贫困之间的相关性。姑且可从表 11 得出这
样一个结论：为了降低恐怖主义水平，各国务必要实现法治，并高
度尊重人权。这并不是说贫困本身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各国理应消
除贫困，而无须以预防恐怖主义为目的。

表 10.  尊重人权指数

水平 

 
一级 有法治保障、高度尊重人权的国家

二级 一般性侵犯人权的国家

三级 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

四级 非常严重地侵犯人权的国家

五级 总体倒退的国家

 资料来源：关于侵犯人权的根本原因跨学科研究方案，《2001 至 2002 年世界冲突和人权状况》
（荷兰莱顿大学，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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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  恐怖主义水平与尊重人权之间的相关性

 注：Kendall tau-b 系数：相关系数：-0.443；有效性（加 2）：0.000；N: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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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领域，贫困可以在其中对恐怖主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那
就是失业，尤其在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年轻人当中。当他们在普遍
的政治和经济大环境中找不到摆脱个人困境的办法的时候，他们就
比较容易听信那些热衷于采用恐怖方法实现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人
的虚假承诺。 “青年突出部”是一个教育程度和失业率都相对较高、
由大学毕业生构成的相对开放的体系，存在这一群体国家就存在着
年轻人受到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政治暴力诱惑的较高风险。

结论

本文试图表明，恐怖主义研究领域的数据状况不如其他研究领域那
样发达；同时也想说明，即便在数据基础不充实的情况下，也可以
提出有益的深刻见解。现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和意见归纳如下：

 (a) 所考察的数据库大多按年月排序，且大多数数据库仅存储
国际恐怖主义资料；

 (b) 当检查数据库的录入条目时发现，不但恐怖主义的处理定
义不尽相同，而且有些录入条目也不适合各自的处理定义；

 (c) 尽管存在缺点不足，但恐怖事件数据库对于恐怖主义现象
还是有发言权的，尤其在相互比较的时候；

 (d) 根据对几个数据库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所有记录
的恐怖事件当中，国际恐怖事件约占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e) 近年来恐怖事件杀伤力的提升，从全球（即国家和国际总
合）恐怖主义来看比单从国际恐怖主义来看更加明显；

 (f) 国际恐怖主义事件的数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下降趋势，
但国家（国内）恐怖主义并非如此；

 (g) 在当前活跃的恐怖集团当中，非世俗恐怖集团在过去 30
年来呈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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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在贫困与恐怖事件发生率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而在严
重侵犯人权与恐怖主义猖獗之间则有重要相关性；

 (i) 为了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恐怖主义进行监测，可以采
用基于事件范围、严重程度和发生频率的恐怖主义指数；

 (j) 现有恐怖主义问题数据库的最大缺点或许就是它们普遍脱
离了整体政治冲突局势，而恐怖主义集团在其中只是众多角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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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活动的早期侦查

马特尼亚·P. 瑟斯罗迪* 

内容提要
与其他冲突制造模式相比，恐怖主义的致命性相对较低，但
对暴力冲突的持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迫切需要
预防恐怖主义的新方法。为了揭开滋生和助长恐怖主义活动
的深层结构，本文首先简要描述了恐怖主义和早期侦查的概
念，然后概述了恐怖活动的早期侦查模式，分析远期和中期
先决条件（根源和近因）以及短期特征。恐怖主义活动在其
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几乎都有可能转化为其他的冲突模
式。当前分析的初步结果以及本领域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
都为本文附录拟定的 36 个指标提供了依据。

导言

在讨论早期侦查模式之前，本文首先要给预防的对象下一个定义，
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于何谓恐怖主义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由于观察者的观点和政治辩论的重点各不相同，也由于缺乏一个
公认的定义，某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往往会被另一个人视为自由战
士。*** 因此，把恐怖主义与某些给目标群体造成恐惧（以及其
他反应）的行为联系起来，比将某些组织或个人划分为恐怖主义
分子，要更容易些。****

* 马特尼亚 ·P. 瑟斯罗迪获得奥格斯堡大学硕士学位，现在正撰写关于集体暴力
升级早期预警的博士论文，曾在伦敦经济学院担任欧盟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学院的学
者。

** 关于定义的讨论，见亚历克斯 ·P. 施米特 [1: 28] 和彼得 · 沃德曼 [2: 10]。

***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 · 里根总统评论尼加拉瓜反对派的讲话。

**** 这些组织纯粹使用恐怖策略（例如，红军集团或奥姆真理教），而其他组
织选择同时使用恐怖战术和游击队战术（例如，库尔德工人党、哥伦比亚武装革命
军以及泰米尔伊拉米猛虎解放组织）。后者往往拥有更广泛的公众支持，其支持者即
便不赞成他们的手段，至少也拥护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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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恐怖行为的定义如下：

 (a) 非国家行为者出于政治目的发动的针对平民目标的暴力袭
击；*

 (b) 不同于军队或游击策略，恐怖分子基本上愿意公布其意图；

 (c) 意图激起对手的过度反应，并往往以此作为实施暴力的借
口。

一起恐怖主义活动包括了各个阶段，从决定发动恐怖活动，到策划、
筹备和实施一系列袭击，再到利用其政治影响的后续活动。说到早
期侦查，要执行一套基于征兆的短期预防战略，就必须严密监测已
经开始进行的恐怖活动的表现特征。换言之，人们必须确定并监测
在决定发动恐怖活动之前的先决条件。单单是消灭恐怖分子还不够。
恐怖主义行为的先决条件往往存在于政治冲突，这其与政治恐怖主
义同出一辙。

创建早期侦查模式的挑战

与监测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的科学方法相比，预测人的行为则要困
难得多。在策划和筹备阶段都有反馈机制，从中可以看出这种预测
的成功与失败。但是，社会科学近年来在早期侦察与早期预警的若
干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预测暴力冲突、大规模侵犯人权、灭
绝种族、强制迁徙、以及政府倒台的问题上，已经制订了相关预测
模式，并部分投入使用。** 

本文的出发点是由亚历克斯 ·P. 施米特提出的“冲突升级的早期侦
察”定义。施米特的定义是：“观测并记录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或产

*“恐怖”一词最早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产物，当时雅各宾派对其政治对手采取
激烈的行为。尽管国家恐怖主义或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依然存在，本文的论述仅限
于非国家行为者。

** 约翰 ·L. 戴维斯和泰德 ·R. 格尔合编了一部重要合集，描述了正在进行的早
期预警工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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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危机的潜在或模糊信号与指标，就要求在潜在冲突地区进行监测
活动（早期监听），开展定性及定量的系统数据收集工作，进行专
家咨询，随后进行分析与解释，以便开展风险评估，为早期预警奠
定坚实的基础。”[4] 这个定义也可适用于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早期
侦查。然而，在早期预警系统所面临的各种常规挑战之外，还出现
了以下两个问题：

 (a) 由于组织、体制、以及通信的原因，集体的规模越大，其
行为越容易受到限制，这就使得集体行为具有一定的理性和可预测
性。个人的行为则难以预测，往往呈现出任意、反复无常和非理性
的特点。评估个人行为是很困难的，从外部去预测个人行为更是难
上加难；相比之下，从整体层面上探究集体社会行为的常规过程，
并确定这些趋势，则较为容易。因此，本文提出的预测模式的重点
是恐怖行为的集体性，即恐怖活动，模式不包括个别事件；

 (b) 恐怖分子总是秘密行动，因为秘密有利于保护恐怖主义组
织，也有助于营造神秘感。与武装力量或游击队所追求的效果相反，
恐怖分子精心策划惊人事件，目的就是要让目标群体普遍感到一种
模糊的威胁感。由于恐怖主义活动的隐蔽性特征，导致当前的经验
性数据极度匮乏，要获取这些数据往往会受到限制。有关恐怖活动
发展情况的信息有两个来源——短期情报和一般性回顾，比如备忘
录或法庭证词。

恐怖主义活动的早期侦查模式

风险评估和预测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例如，布鲁斯 · 纽萨姆
及其恐怖主义预测小组将学术性的特尔菲调查方法与历史推断方法
结合起来，[5] 施米特则制订了一套能够测量风险程度的恐怖主义
指数。为了尽可能完善预测结果，应该同时使用多种研究方法，以
比较其优劣。

下列概念模式将经过部分验证的指标参数同基于演绎的其他参数结
合了起来。要区分恐怖主义活动的先决条件和表现特征。表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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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示恐怖活动正在进行的事件和现象，而先决条件则是曾经为恐
怖主义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的社会环境因素。先决条件还可进一步
划分为两类：(a) 长期结构原因（根源），造成可能滋生恐怖主义
活动以及其他冲突模式的社会紧张局势和其他方面的紧张因素；以
及 (b) 中期局势原因，即所谓的近因，由此可以产生促使有暴力倾
向的行为者采取恐怖行为的风险。这两种情况都受到促进性的加速
因素和抑制性的减速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因素与恐怖主义活动之
间往往没有因果关系，但却对其进行干预，对事态的发展起到了加
速或减缓的效果。* 一个综合性早期侦查模式并不是总能得到所有
的必要信息。各种模式通常只适用于某一个时间框架，比如乔舒亚
· 斯奈提出的短期“指标与预警”方式。[7] 遗憾的是，在许多模
式当中，除军事与安全环境之外的其他因素往往被忽略了。

为了给本文阐述的早期侦查方式提供一个简单的直观形式，对相关
因素的选择以普遍认为有价值的因素为准。对于某些具体的恐怖主
义活动，则应纳入更多的环境相关参数。

根源：先决条件

如果隐藏于社会结构之下的深层动机没有得到改变，历史往往会重
蹈覆辙。然而，仅有结构性因素还不够；要发送一场恐怖主义活动，
需要三种因素的相互融合：

 (a) 叛乱分子受到个人、家庭、社会群体历史的影响，或是有
号召力的政治领袖所宣传的思想意识的驱使，愿意忍受艰苦的地下
生活；**

* 本文只解释了恐怖主义活动的加速因素与减速因素；关于冲突的加速因素与
减速因素的更多详细资料，见哈夫 [6] 和施米特的著作 [4: 34]。

** 动机原因可能不是本人的亲身经历，而是间接获得的：对于弱势群体的认同
感可能会导致对于苦难根源的愤怒和复仇心理。例如，德国恐怖主义组织“红军集团”
的成员认为，他们应当成为第三世界弱势群体的支持者、代言人和先锋队。这说明
动机环境在某些情形下可能处在恐怖主义组织所属社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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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主义活动早期侦查的概念模式是由作者与亚历克斯• P. 施米特共同开发的。

冲突产生的根源 

历史、社会、政治、其他

其他冲突模式的

表现特征

1. 在议会和政党政治中的合法

（非武力的）的政治反抗；

2. 游行和暴动；

3. 非暴力运动和非暴力反抗；

4. 游击战争；

5. 叛乱或政变；

6. 内战、革命、上述1至6方式

中一种或几种的结合。

恐怖活动的

表现特征

加速因素

（助长因素和滋生因素）

决定选择一种或几种或多或少带有暴力色彩且 

不符规范的冲突方式

冲
突
升
级
与
降
级
的
先
决
条
件

减速因素

（抑制因素和破坏因素）

冲突局势的程度 

（潜在的紧张局势、 

暴力政治冲突、低强

度或高强度的冲突）

群体动力 

（群体内部和 

群体之间）

相关行为者 

的行为 

（包括受众）

近因

和/或

短
期
预
防

长
期
预
防

中
期
预
防

恐怖主义活动早期侦查的概念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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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结构为集团领袖甘冒历史风险提供了机会；

 (c) 根据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不同，集团从内部产生能量或
者从外部攫取能量。

在提供动机和机会的背景下，民主的作用显得含糊不清。一方面，
由于民主能够纠正不公平，从而对冲突的暴力模式起到限制作用；
而另一方面，结社自由和开放社会的流动性又为恐怖袭击提供了更
多的机会。

与专制政权或独裁政权相比，民主国家更多地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8: 417-443] 民主社会享有新闻报道自由，法治原则为其制订了
公正且仁慈的刑事诉讼制度，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恐怖主义暴力提供
了独裁统治或其他压制性政权所无法比拟的滋生环境和更好的活动
空间。[8: 129] 另一方面，由于民众广泛参与政治进程，社会上的
不满和怨恨极少达到构成威胁的程度，民主政府在本国公众眼中享
有较高的合法性。虽然民主国家也要对付许多国内恐怖袭击，但死
亡率（每起事件的平均死亡人数）相对较低。*

民主制度，特别是采取比例代表制、而不是“胜者为王”型单一代
表制的民主制度，为政治反抗提供了多种非暴力渠道，并为系统改
革提供了机会，因此，大部分不满情绪都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表达出
来。[9] 扬 · 奥斯卡 · 恩格内对于西欧国内恐怖主义的研究印证了
这一假设。[10: 290] 恩格内发现，恐怖主义的出现通常与自由及
民主的不被重视有关。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非民主政权为恐怖主义分子的
产生提供了更加肥沃的土壤，而极度脆弱的民主国家则提供了最易
得手的袭击目标。巴斯克恐怖主义组织——巴斯克家园与自由组织

（埃塔）就是一个可以说明民主对于恐怖主义产生双重影响的例证。
巴斯克家园与自由组织产生于佛朗哥将军独裁统治时期，但是就制

* 关于恐怖事件的统计数据，作者参考了《兰德公司恐怖主义纪事（1968 年至
1997 年）》，这是一个公开的数据库系统，以及兰德公司－国家预防恐怖主义纪念协
会的恐怖主义事件数据库（1998 年至今）(www.tk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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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恐怖事件的频繁程度及其致命程度而言，直到西班牙在 1974 年
过渡到民主政治之后，该组织才开始大规模扩张。第三种危险的情
况是，民主国家被视为非法政府的强大外援，这将使前者成为恐怖
主义活动的主要攻击目标。[11] 蒙蒂 · 马歇尔认为，卷入国际冲
突的“老牌民主国家”最有可能受到恐怖暴力的袭击。[12]

国内政府的合法性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则更加明显。恩格内发现，
在西欧的恐怖主义问题上，恐怖主义活动与合法性之间存在着系统
性关联。[10: 292] 民族的分裂、延续、以及融合对于政府的合法
性构成了最严重的挑战，出现此类问题的国家也正是受恐怖主义困
扰最深重的西欧国家，即，西班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意大利。[10: 210，215]

与政权合法性密切相关的，是不断加速的社会或经济变化所产生
的影响。恩格内的分析表明，思想意识（社会革命）恐怖主义的
兴起大多出现在高增长率的国家。对于收入不均的研究也得出了
类似的结论。[13] 从当前趋势可以明显看出，分配不均越严重的
国家，越是恐怖主义高发的国家，而贫困与恐怖主义之间不存在
直接因果关系。* 与恐怖主义和贫困之间的相关性相比，因侵犯人
权所造成的苦难与恐怖主义之间的相关性则要密切得多。[15] 马
歇尔的分析也指出，“过度针对平民的集体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
之间存在极大的正相关。** 恩格内对西欧恐怖主义的分析也印证
了这个研究结果，在西欧，侵犯人权的现象与迁延日久的恐怖行
为长期共存。***

纵观历史，问题在于传统的暴力冲突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长久的
影响。只要恐怖分子拥有大批的拥护者，他们的战略就会取决于潜

* 见恩格内关于西欧恐怖主义的文章 [10: 193] 以及施米特的文章 [14]，他指出
“贫困”（采用联合国发展规划署人类发展指数的定义）与恐怖主义之间的直接相关
性很低。

** 包括排外思想、好战、限制人权、流离失所的群体以及旷日持久的社会暴力。
[12: 36 和附录 C.1]

*** 见恩格内的文章。[10: 186] 但是，应当考虑到，将反击作为针对恐怖主义
行为的对策，有可能加剧人权状况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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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团体对于暴力的宽容程度及其是否愿意采用暴力。支持团体
对暴力的社会宽容程度越高，恐怖分子为其制造冲突招募新成员也
就越容易。对于暴力的社会宽容和意愿取决于社会对于暴力的集体
经历或部分经历。

能够映射出当今敌人的传统敌人概念对于恐怖主义活动和其他类型
的暴力冲突都是一种滋生因素。传统的反抗和抵抗模式所树立的积
极示范作用，可以用来增强恐怖分子的合法性，提高他们的自尊。*

温伯格和理查德森对于西欧恐怖主义的研究表明，最早出现恐怖
主义的国家，都是曾经经历过右翼独裁统治或者纳粹占领的民主国
家。恐怖主义团体宣称自己的行为是反法西斯统治抵抗运动的扩
展。[17]

此外，马歇尔还强调指出，恐怖主义与以往历次国家垮台事件之间
存在着很高的相关系数，这种相关性显现在革命战争、种族战争、
敌对政权的更迭、以及种族灭绝或“政治灭绝”** 之中。[12：附
录 C.2]

领土或地缘政治因素也有助于提高恐怖组织的犯罪能力（超出成员
招募范围；财政、后勤和技术知识；武器；后勤；此前的暴力行动
经验），比如，邻国内乱造成暴力四处蔓延，国家之间的敌对导致
国家支持恐怖主义，饱经战乱且国家控制薄弱的地区可以用作隐蔽
所或训练场。***

* 例如，在十九世纪末的车臣，作为对国家压迫的反抗，一种“阿布雷克”抵
抗文化兴起。阿卜克成员与国家权力的代表进行战斗，保护其社区和部落。在《俄
语大辞典》（莫斯科，1978）中，S.I. 奥若戈夫将俄语“阿布雷克”一词定义为：“在
高加索附属于俄国时期，曾与沙皇军队及政府对抗的山区民族。”他们的榜样如今被
叛乱组织用来发动恐怖活动。[16: 5] 另一个类似现象是对殉教的狂热信仰，经常有
暴力行为者以此为由，进行自杀性袭击。

**“政治灭绝”是指大规模的、有目标的杀害，某一群体由于其政治信仰或意
识形态而被消灭。政治灭绝与种族灭绝很相似，不同的是政治灭绝并不特别针对民族、
种族或文化群体（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Politicide）。

*** 出现严重武装冲突的邻国数量与马歇尔的恐怖主义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
最高。[12：附录 C.2] 关于国家内乱作为恐怖主义根源的研究，见比约戈。[11] 关
于冲突根源的详细资料，见施米特。[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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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

近因不同于根源，近因可以对一起恐怖活动的发生与否产生直接影
响。一旦某个有动机且具备一定活动能力的组织开始存在，近因就
包括具体的行为者群体、冲突局势、以及引发一起恐怖活动的群体
动力。正如上文指出，与军队或游击战争相比，恐怖分子的战略体
现出某种可以交流的逻辑。因此，有必要考虑一下恐怖分子的信息
所针对的各类目标受众的行为与期望。下表列出了恐怖分子的暴力
信息所针对的各类目标受众。

1.  支持者

支持者负责提供后勤、财政或意识形态支持，提供新成员，为长期
恐怖主义活动提供合法性，从而在恐怖主义组织的战略和战术策划
中起着关键作用。恐怖主义组织将根据支持者的类型、期望及其对
暴力的宽容程度，努力调整各自的暴力强度。恐怖分子对于支持者
的依赖越严重，就会越多地考虑到客户的愿望；这一点在国家支持
恐怖主义的事例中表现得最明显。极少亲身遭遇暴力的海外移民群

恐怖主义的多种目标受众 a

潜在目标受众 目的

 
1.  已经积极认同恐怖主义组织的人 赢得他们的同情和/或说服他们增加其 
 （支持者）。 支持。 
  

2.  被恐怖主义组织宣布为对手的人。 打击对方的士气，对其进行恐吓和/或 
  威胁以及敲诈勒索。 
  

3.  没有表明立场的旁观者和没有受到 告诉他们和/或迫使他们问：“发生了 
 影响的观察者。 什么事？” 
  

4.  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 提高士气，鼓励支持者加入组织。 
  

5.  相互竞争的恐怖主义组织。 向对方展示谁更大胆，更“成功”。

a 改编自杰瑞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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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可能受到恐怖主义分子和 / 或其对手威胁的支持者相比，前者
对于恐怖主义活动的投资往往要少得多。*

2.  反对者

确定公开的对手及其在冲突中的作用，也是对潜在目标或目标群体
的确认。反对者或反对者联盟越是对造反组织采取强悍姿态或镇压
策略，造反组织就越有可能利用挑衅战略来博取国际社会的关注。
** 攻击的性质通常期待着与其类似的反击。反击行为越是极端，恐
怖分子就越会大声宣称自己使用暴力是正当的。[17: 3] 因此，旨
在挫败恐怖主义分子及其支持者的反击战略的设计极为重要。***

3.  没有表明立场的旁观者

在国内，没有表明立场的旁观者是受到双方火力波及的公众，是站
在恐怖分子的威胁和政府的压制之间的公民。这些人需要确定以下
几个问题  ：(a)哪一方可能胜利  ；(b)哪一方更加具有合法性；以及(c)
在短期内，哪一方更可怕。这个群体对于恐怖分子的策划活动几乎
没有任何直接影响；但他们不得不受到影响，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
还要被迫表明自己的立场。只要社会没有完全两极化，中立分子依
然存在，说服潜在支持者就是恐怖主义活动的一部分。此外，作为
观察者的国际新闻媒体也可以被归入这一种类。媒体在搜寻有关冲
突的新闻线索时，往往与恐怖主义活动建立起一种有可疑的、在某
些情况下属于共生共存的相互关系。[21，22] 恐怖分子刻意利用
媒体，以博取黄金时段的关注。恐怖主义活动的成功与否往往可以
用新闻报道的广泛程度来衡量，这被视为一种认同。因此，恐怖主
义袭击的时间往往经过精心策划，目的就是要确保得到“适当”的

* 依靠海外移民发动叛乱，可能会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19] 关于移民群体作
为潜在成员提供者的问题，见沃德曼的文章。[20]

** 正如专家组在挪威国际事务学会的会议上指出，附庸于强大民主国家的专制
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专门攻击其国内镇压活动的所谓支持者。（见比约戈 [11]）

*** 应当区别对待作为支持群体的主要目标受众以及有待争取的部分社会成员
眼中的反对者的合法性。在众人看来，攻击独裁者与攻击民主政府的合法性是不一
样的。与那些为创立压制政权而战的人相比，为建立法治和民主政治而战的人具有
更高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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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如果宣传受到限制，或者没能达到恐怖主义组织的战术
目标，暴力就有可能升级。

4.  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

每一起攻击行动都会对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内部动力和压力造成影
响。恐怖主义分子一般都过着地下生活，与外部世界隔绝，并且随
时保持警惕。他们因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而怀有强烈的复仇欲望。
[23] 攻击可以加强恐怖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在成员之间缔结牢固
的关系，而无所作为则会滋生不满，导致背弃。对于暗无天日的地
下生活而言，一起成功的攻击能让人心情愉快。而且，据说这种
攻击可以促进敌手丧失其合法性，从而提升造反集团的士气。[24] 
保持一定的攻击频率对于维持恐怖主义组织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霍
夫曼，2001 [22: 235]）。

5.  相互竞争的恐怖主义组织 

在多个行为者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恐怖主义组织的战略和战术策划
也包括团体之间的竞争。追求相似目标的不同团体会在资源、支持、
关注、承认、声望、以及招募新成员等问题上展开竞争。[25: 76]

暴力的快速升级被视为占领这一领域的有效战术。波斯特等人曾经
描述过 1967 年六日战争之后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发生的招
募新成员之争。[25: 83] 温伯格指出，导致北爱尔兰冲突升级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第三者的存在（新法西斯团伙或新教准军事组织）
对于暴力产生了螺旋效应”。[17: 14]

一套可行的早期侦查模式在预测恐怖主义组织是否倾向于发动恐怖
活动或使之升级的时候，必须考虑上述这五种关系以及各类相关行
为者的期望。

冲突局势

马歇尔敏锐地指出，恐怖主义“可以是反抗的最高形式，叛乱的最
低形式，或者是战争的一种特殊策略”。[12: 9] 恐怖活动往往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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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冲突模式相互关联。这可以是政治冲突的升级，也可以是低强度
冲突的降级。在高强度的冲突当中，恐怖袭击在过度暴力的背景下
往往会丧失其交流能力，从而沦为一项战争罪。

首先要注意的是，激进、好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可能会
导致恐怖活动。当一次抗议活动显然不会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群众
运动的时候，核心分子可能会转入地下活动。最积极的好战分子试
图利用挑衅性的恐怖活动来发动一场政治革命，俄罗斯无政府主义
者、美国“气象员”激进组织、德国红军集团、意大利红色旅、以
及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在其最初阶段都采取过这种手段。[2: 121]

其次，恐怖活动作为低强度冲突的降级形式，斯里兰卡和土耳其等
地就存在这种情况。

受到民族主义动机驱动的叛乱组织通常会在资源减少或是招募新成
员有困难的时候提升其恐怖攻击的等级；当资源充足时，这些组织
就试图打造一种持续有效的形象。攻击平民“软”目标的优势在于，
与攻击军事“硬”目标相比，前者所需的资源较少，而且比较容易
获得。[16: 5]

导致恐怖主义活动的第三种冲突格局是，一个新出现的叛乱组织希
望在当前的冲突背景下迅速得到关注。近年来，当哥伦比亚右翼
准军事组织联盟——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闯入一直由政府军和左
翼游击队主宰的冲突领域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从 1999 年
到 2002 年，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制造了至少 60 起恐怖事件，造
成数百人死亡。平均每起事件的死亡率大约是老牌左翼游击队——
哥伦比亚武装革命军和民族解放军的六倍，后者造成的死亡率仅为
0.45。

斯泰因 · 滕内松提到了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反殖民化战争的历史
背景。这两起事件均始于 1945 年的游击战争，对手分别是法国和
荷兰。两地的主要反抗者并不依靠恐怖主义手段，但是，与其相互
竞争的组织很快也加入了冲突。这些弱势的后来者主要通过恐怖主
义行为来赢得公众的关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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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组织往往交替使用或者同时使用游击战术和恐怖战术，特
别是在国内冲突当中，这是因为暴力冲突通常包括多个方面。在
冲突的主导模式之外，可能还存在着第二种模式。例如，哥伦比
亚武装革命军领导着农村地区的游击战争，同时又在城市地区制
造恐怖主义。

除了策划战略战术之外，冲突持续的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假如
整整一代人从小就得不到充足的教育，在仇恨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社会就会变得野蛮，道德标准就会下降。相似的现象出现在冲突过
后的局势中。许多人学会了使用武器，还有一些对和平进程缺乏信
心的人保留了武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前南斯拉夫的部分地区
都存在这种现象。

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明显的社会冲突，都是促成恐怖主义活动的原因
和动力。在对各种倾向于、筹备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进行风
险评估的时候，这些因素往往被低估了，人们对此应给予重视。

群体动力

杰罗德 · 波斯特和已故的埃胡德 · 斯普林扎克等专家在评估某些组
织投身恐怖主义的风险时，都强调群体的内部动力。* 组织成员的
年龄可以作为研究暴力升级的一个指标：成员越年轻，发动恐怖主
义活动的风险性就越大。如果组织成员、特别是首脑有过从事暴力
活动和使用武器的丰富经验，尤其是在他们认为有必要树立一个勇
敢无畏的形象的时候，同样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总的来说，每个恐怖主义组织都会尽量充分利用其现有的各种资
源 ：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在广度和频率上让暴力升级。然
而，假如一个正在走向衰弱的团体感到担忧，其成员往往会不遗余
力地显示其强大的实力。换言之，在恐怖主义活动升级的问题上，
一个衰弱的叛乱组织可能比一个自信、成熟的组织更具危险性。

* 这一段主要参考了波斯特和斯普林扎克制订的核心指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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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因素和减速因素

一旦其他有利因素均指向产生暴力活动的高风险，加速因素和减速

因素等干预因素能够加速或减缓恐怖活动的进程。

加速因素

已经准备发动恐怖袭击的组织如果感到来自对手的威胁或侮辱，往

往会加速完成其筹备活动。* 能否获得资源是一个模糊的指标，因

为无论是获得意料之外的资源（组织、财政、或政治资源），还是

被剥夺了资源，都有可能加速恐怖活动。在后一种情况下，恐怖活

动旨在向世人展示其随时准备战斗，哪怕该组织的实际活动能力接

近于零。

在恐怖主义组织能够展示其破坏能力的时候，具有象征意义的日

期、即将开始的选举以及和平谈判等外部因素（后者要求更加精确

的预测能力），比依靠情报的内部参数更易于监测。

最重要的是，政府的反击行动能够引起严重的加速冲击，如果在政

府发动反击的同时出现了激起复仇情绪的大量平民伤亡，情况就更

是如此。基地组织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不以受害者人数衡量，而是

就恐怖袭击的频率而言，自从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及美国领导的

反恐战争开始以来，基地组织的攻击已经升级了。[27]

恐怖主义暴力通常针对对手的反应进行自我调整。西班牙、联合王

国、菲律宾等国一直遵循最低暴力的原则。因此，埃塔、临时派爱

尔兰共和军、以及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等叛乱组织的伤亡人数也相

对较少。在迁延日久的长期冲突当中，有些政府选择了相反的战略。

有观点认为，正是政府的这种做法导致这些国家中恐怖主义活动的

死亡率较高。

* 奥姆真理教在获知警察即将袭击其总部之后，发动了沙林毒气袭击，B. 霍夫
曼 (2001)，第 167 页。关于复仇和报复的逻辑，见沃德曼的文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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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因素

找到恐怖主义活动的减速因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困难在于

恐怖分子的意图就是在恰当的时机发动意想不到的攻击。但是，

可以将加速因素的对立面设想为减速因素。以往的经验表明，在

政府反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当中，假如政府使用的手段符合法律要

求、具有合法性、且适当，中等程度的暴力能起到减缓恐怖活动

的作用。

丧失安全的藏身之地、有号召力的领导人、重要的支持来源，都可

以严重削弱恐怖主义组织，至少从长远来看具有降低冲突的作用。

恐怖主义是一种谋求交流的战略，而非取得军事胜利的手段，可以

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恐怖事件的方式对其进行遏制。如果媒体对恐怖

事件的报道少几分渲染，多几分反思，就可以减少公众的恐慌，袭

击平民的行为就会丧失其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实用性”。

然而，让商业化媒体系统采纳负责任的、自我约束的媒体指导方针，

绝非易事，对于收视率的竞争严重影响着编辑的决策过程。

表现特征

一旦发动了恐怖主义活动，各种类型的表现特征就会指向一起正在

临近的袭击。要解释这些表现特征，就需要得到关于恐怖组织内部

情况的详细而系统的情报。[7: 28] 情报部门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

在这一领域，但本文只论述其中最明显的几点因素。

从先于一起或一系列恐怖攻击事件的某些征兆中可以发觉对方的准

备措施。正确地解释这些征兆，是预防恐怖袭击的最后一线机会。

恐怖主义组织正在评估袭击风险的情报早已经被列为一项表现特

征。[29: 76] 研究恐怖袭击早期预警问题的美国专家，乔舒亚 · 斯

奈，制订了一份指示性征兆清单，其中包括活动能力的增强、藏身

之地的异常活动、以及特殊训练和招募新成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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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准备的进一步征兆还包括：快速转移资金，获取武器炸药，

伪造身份证件，雇佣外部技术人员，等等。恐怖主义组织在发动

攻击的前夕，往往会在一定范围内发表关于暴力打击敌人的合法

宣言，同时竭力宣称对手的不合法性。[29: 76] 此外，在发起攻

击之前不久，关键人物会突然消失，对潜在目标的监测则有所加强。

在准备活动的最后阶段，内部暴力会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针对

潜在的叛徒。总之，恐怖计划的成功实施决不能在最后阶段受到

损害。[2: 165]

结论

本文介绍了中期近因概念（见上文的概念模式），目的是将通常被

认为互不相容的两种早期侦察方式结合起来：对长期根源的分析

和对短期表现特征的分析。近因是提高叛乱组织发动恐怖活动风

险的环境条件。

本文分析了恐怖主义战略当中最特殊的特点——强烈的交流动力，

从而强调了目标受众在叛乱组织的决策过程所起到的作用。群体

的内部动力在大多数风险评估中都得到了高度重视，本文也对此

进行了重点分析，并简要描述了极有可能发生恐怖主义活动的四

种冲突局势：降级的低强度冲突，升级的政治冲突，在现有冲突

背景下出现新的行为者，以及武装冲突后的局势。

结合恐怖主义活动的根本原因与表现特征，对近因的识别能够建

立一种综合的、注重过程的早期侦查模式。只有对冲突升级的各

种征兆进行系统的早期侦查工作，我们才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

反恐之战。

本文概述了恐怖主义活动早期侦查的概念模式，从背景出发，对

恐怖主义现象进行研究，从而确定长期、中期和短期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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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恐怖主义活动早期侦查的36个指标

根源

1.  缺乏民主；

2.  侵犯人权；

3.  政权不合法；

4.  非法政权的支持；

5.  严重或趋于严重的分配不均；

6.  暴力冲突的历史经验；

7.  对团体使用恐怖方式的支持；

8.  现代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9.  国家内乱或国家控制之外 

的藏身之地。

近因

1.  反击战略引起冲突升级；

2.  支持团体的期望（特别是海外

移民群体）；

3.  支持增加或减少；

4.  媒体报道的减少；

5.  “成功”的竞争组织；

6.  组织内部凝聚力的问题；

7.  组织领导的个人形象战略；

8.  降级的低强度冲突；

9.  升级的政治冲突；

10. 在现有冲突情况下出现新的行

为者；

11. 冲突后局势。

表现特征

1.  攻击的风险评估；

2.  后勤准备；

3.  剥夺敌人的合法性；

4.  关键人物的消失；

5.  对潜在目标的关注增强；

6.  内部暴力上升。

加速因素

1.  打击恐怖活动造成大量人员伤
亡，引发报复情绪；

2.  恐怖主义组织或其支持者受到
侮辱；

3.  威胁；
4.  和平谈判；
5.  选举；
6.  有象征性的日期。

减速因素

1.  使用合法方式的适当的反恐斗
争；

2.  丧失有号召力的领导人、重要
资源、或隐蔽地区；

3.  对团体的政治要求让步；
4.  负责任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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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反恐怖主义行动的回顾及. 
未来行动建议*

让-保罗·拉博德** 和布里吉特·斯特罗贝尔-肖***

内容提要
本文审查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预防恐怖主义处的

技术援助行动，强调了同其他实体的联合行动，陈述了关于

信息交流和提高认识方面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关于未来工作

的建议。

导言

近年来发生的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包括对驻巴格达的联合国

伊拉克援助团的袭击，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

失。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的本质，关注如何

加强各国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区域组织之间的国际合作，预防、

打击并最终铲除一切形式的、无论发生在何地、由何人所为的国际

恐怖主义事件，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做到这点。

* 署名文章表达作者本人的见解，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的观点。

** 让 · 保罗 · 拉博德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预防恐怖主义处处长，法
国图卢兹大学副教授，法国司法系统前检察官，获图卢兹司法研究院法学硕士学位
和专业学位。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担任现职之前，出任该办事处犯罪方案区域
间顾问。

*** 布里吉特 · 斯特罗贝尔 - 肖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预防恐怖主义处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干事。1995 年作为协理专家加入联合国工作，之前在德国从事
法律工作。获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大学国际法硕士学位和德国慕尼黑路德
维希 - 马克西米利安大学两个法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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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技术援助行动

作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条约事务司预防恐怖主义处

技术援助的行动框架，反恐怖主义全球方案于 2002 年 10 月启

动，并在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密切磋商下

付诸实施。该方案主要依靠自愿捐款资助，目前捐款已超过 320

万美元。

该方案的总体目标是，根据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和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所确定的优先事项的要求，通过下述行动对援

助请求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

 (a) 审查国内立法情况，为起草法律提供建议；

 (b) 以指导方案的方式对新的反恐怖主义法律的批准和执行

工作提供深入援助；

 (c) 为各国刑事司法系统人员举办关于如何利用新的国际反

恐怖主义法律文书方面的培训，并为培训提供便利。

国际合作是反恐怖主义全球方案的另一基本要素。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事处在国际合作方面拥有深厚的专业素养，有能力协

助各国发展双边、分区域和区域条约关系。这些关系应以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事处所订立的示范条约、示范法律和引渡手册以及法

律互助手册为基础。援助活动还应考虑到国际反恐怖主义文书、《联

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其他各

项毒品公约的相关规定。

在过去的 18 个月中，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已经对来自 80 多个

国家的 500 多名法律制定者、执法者和其他刑事司法官员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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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让他们了解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以及批准和

执行国际恐怖主义文书和国际合作安排的各项要求。已经同各国

政府共同制订了具体的国家行动计划，成立了立法起草委员会，负

责研究文书的各项条款，并向 40 多个国家提供了具体针对该国的

直接援助。

为了使同一区域的国家能够对比进度、相互学习以及协调立法

工作，为以下国家举办了区域和分区域讲习班：波罗的海国家、

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已经批准《美洲国家反恐怖主

义公约》的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西非和中非国家；阿尔巴尼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成员国；以及中亚国

家和南高加索国家。此外，还为葡萄牙语国家和地区组织了一

次考察旅行，考察与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国际反恐怖主义文书相

关的联合国公约及议定书的批准和执行情况。讲习班在最后文

件中重点强调了国际反恐怖主义文书的批准与实施的后续技术

援助问题。此外，讲习班发表的最后宣言还鼓励建立共同阵线，

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号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开展反恐怖主义技术援

助方案，并鼓励利用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确保在反恐怖主义领

域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

高质量和及时性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援助工作成功的标志，也

促使更多的成员国批准了 12 项国际反恐怖主义文书。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事处每月监测每项法律文书在各个国家的批准情况。援助

行动正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致力于消除恐怖主义灾难的具体

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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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援助的工具

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编写了一部《国际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

书立法指南》* 旨在推动并协助各国批准和执行这些国际文书。《指

南》提高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对于法律技术援助请求的反应

能力，以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公布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

网站上，并附有有关国家法律条款的例证和来自其他机构的材料

(www.unodc.org/unodc/terrorism_documents.html)。《指南》的

内容包括起草资源和说明性示范法，另附有公约要求一览表。此外，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还建立了一个收录有 130 多个国家相关立

法的法律数据库，作为支持技术援助的内部工具。

为了提高国际合作技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与国际犯罪学高

级研究所以及有组织犯罪监测中心合作制订了有关引渡和法律互

助的手册和示范法律，并开办了反恐怖主义问题国际合作训练讲

习班。

在国际刑法改革和刑事司法政策中心以及南非安全研究所的协

助下，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组织了一次专家会议，拟议编撰

一部关于恐怖主义、相关犯罪形式以及国际合作问题的各种国

际法律文书、宣言和示范法的汇编。专家们为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事处的技术援助工作提出了 10 项指导方针，其中包括采用综

合策略来满足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和其他条款的

要求，以及关于预防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毒品贩运、跨国有

组织犯罪和其他相关形式犯罪活动的公约和议定书的要求。10

项指导方针还包括增加公认的人权保护事项。专家们还建议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编写一部新的执行指南，以代替现有的国

际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立法指南，并将技术援助行动的经

验也纳入书中。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4.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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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犯罪的联系以及 
技术援助中协同作用的必要性

安全理事会在 2001 年 9 月 28 日通过的第 1373 号决议中对国际

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毒品、洗钱、非法武器贩运、

非法转移核、生物、化学材料及其他潜在致命材料之间的密切关

系做了说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工作重点涉及到上述诸多

领域，因此，该办事处有必要深入挖掘这些犯罪之间的联系，在

实施技术援助方面探索新的范例。为了加强技术援助中的协调作

用，大会在 2003 年 12 月 22 日通过的第 58/136 号决议中请会员

国向秘书长提供信息，说明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犯罪之间联系的

性质。

事后调查获得的信息表明，在已查明恐怖主义事件与其他形式犯罪

之间有牵连的案件当中，此类关系往往具有后勤援助和资金资助的

性质，这表明便利联盟的形成。许多国家指出，恐怖主义组织实施

其他犯罪行为的目的往往是为其实施恐怖主义行动获取资金或其他

支持手段。在缺乏其他支持手段的情况下，有些恐怖组织参与各种

可获取巨额收益的犯罪活动来资助其主要活动。此外，在无法通过

正常途径获取实施恐怖主义活动所必需的某些手段时，恐怖主义组

织还会参与各种犯罪活动来获取这些手段，如非法贩运武器、伪造

旅游证件、身份证件或其他官方文件。

在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与南非安全研究所联合举行的一次专

家会议上，与会者在评估调查结果时承认，很难获得可靠数据来

证明和描述刑事犯罪组织与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恐怖主

义行动和其他犯罪活动之间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某些国

家缺乏刑事定罪立法、定义不同、缺乏完整信息以及记录不充分

等原因，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复杂。与会者建议各国加强打击恐怖

主义的行动力度，重视发生在恐怖主义事件之前或与之同时发生

的其他犯罪活动。应该充分利用其他相关国际文书来追查与恐怖

主义相关的犯罪，特别鼓励各国利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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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公约》等文书中有关法律互助和引渡问题的条款。会议还强调

了技术援助行动的必要性，同时强调指出，成员国应对这类犯罪

行为制订全面、综合的对策。与会者一致认为，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事处应该提供技术援助，增强申请国预防并打击恐怖主义行动

和其他形式严重犯罪活动的能力。具体说来，在可行的前提下，

应统筹规划技术援助特派团、实施工具和培训工作，从而在打击

恐怖主义、毒品贩运、跨国有组织犯罪、洗钱、腐败和其他形式

严重犯罪等领域解决普遍存在的司法管辖、程序和国际合作问题。

在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领导下，这种综合统筹方法若与双边援助

以及国际、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的其他工作相互协调，一定能够实

现大会第 58/136 号决议提出的增强协同作用的目标。

联合行动

反恐怖主义全球方案的执行使预防恐怖主义处成为反恐怖主义委

员会在技术援助方面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预防恐怖主义处与反

恐怖主义委员会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协调。委员会负责分析成员

国提交的报告，协助为申请援助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而预防恐

怖主义处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负责实施技术援助。预防恐怖主

义处通过向技术援助小组汇报情况，与委员会保持着日常工作接

触，双方还共同确定优先需要法律援助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

委员会负责将各国请求援助的申请转交给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除了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之外，预防恐怖主义处还同联合国秘书处

法律事务厅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等区域组织缔

结了合作伙伴关系。作为 2003 年 3 月 6 日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组

织会议的后续行动，欧安组织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于 2004

年 3 月在维也纳主办了一次国际、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会议，反恐

怖主义委员会主席及成员均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

加强区域和国际组织间的切实合作。会议发表了《维也纳宣言》

（S/2004/276，附件），40 个与会组织在宣言中承诺实施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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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合作。会议记录发表在由欧安组织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合办的出版物上。

在与国家部委建立伙伴关系方面，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合作安

排上开创了一个先例：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与美国司法部起诉程

序建立、援助及培训处以及国际刑事调查培训援助方案建立了伙伴

关系，旨在加强跨国司法援助的力度，其中包括起草立法、培养技

能和机构建设。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与其他组织联合实施对具体

区域的援助行动：与美洲国家组织协作，援助中美和南美洲国家；

与欧安组织协作，援助中亚国家；与欧洲委员会协作，援助东欧国

家；与非洲联盟协作，援助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成员国。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代表也加入了预防恐怖主义处，负责提供关于恐怖主义融

资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

展望未来

在 2003 年试点工作及新的技术援助工具试验的基础上，未来援助

行动的重点仍将放在以下方面：应邀为各国就国际反恐怖主义文书

的批准与实施问题提供援助，从而促进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的执行工作。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将继续在法律咨询事务

方面提供高质量的反恐怖主义技术援助，重点是为如下优先领域提

供切实可行的业务援助活动：国际反恐怖主义公约的批准和执行。

派遣专家前往国家和分区域一级从事实地工作，提高了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事处在作业地区开展技术援助的能力。将联合国药物管制方

案办事处调整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外地办事处，以及新的伙

伴关系的建立，都对此起到了促进作用。办事处今后还将进一步充

分利用伙伴关系的力量。

大会在第 58/136 号决议中表达了对志愿捐款国的赞赏。由于这些

捐款的资助，反恐怖主义全球方案才得以启动。大会恳请全体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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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提供志愿捐款。业务活动和援

助需求的不断增加，为国际反恐怖主义文书的批准和执行所提供的

长期支持，使得原本有限的资源超支。增加自愿捐款和受援国分摊

费用安排势在必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 2003 年的目标是拓

宽捐款基础，鼓励目前的捐款者提高自愿捐款的额度。在努力拓展

捐款基础的同时，今后的策略是增加反恐怖主义全球方案等类似项

目的捐款，而不是指定给某个具体援助项目捐款。这对于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事处履行其全部使命十分重要。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技术援助活动的主要重点是：增进

国际合作，增强国家能力，推广反恐怖主义政策和措施。因此，未

来工作计划的重点是为能力建设提供援助和便利，加强国际合作，

为国际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提供援助。

未来的行动包括 ：支持设立中央权力机构，负责处理国际合作要求；

支持设立专门部门，负责执行国际反恐怖主义文书，特别是加强国

际合作安排。国际司法合作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国际社会已经为国际合作制订了必要的法律文书。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事处必须直面挑战，扩大对检察官、法官和其他执法者的

援助，使这些法律文书得到充分利用。当前的任务是在全球建立公

平有效的刑事司法体系，从而增强人类的安全保障。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事处有能力以国际合作为重点，扩展其活动范围，为执行国际

反恐怖主义文书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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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 
第1373 (2001)号决议

沃尔特·格尔* 

内容提要
2001 年的“9·11”事件之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 2001 年
9 月 28 日通过了第 1373 (2001) 号决议，根据该决议，安
理会设立了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负责监测第 1373 (2001) 号
决议的执行情况。这篇文章讨论了委员会处理的多种法律问
题，联合国秘书长称，该委员会所开展的工作是前所未有和
堪为模范的。委员会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推荐给
了在拟定适当的反恐怖主义法律方面需要立法援助的国家，
在制定法律时，它们应适当考虑第 1373 (2001) 号决议及 12
项有关预防和禁止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中包含的职
责。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2004年3月26日的第1535 (2004)
号决议明确提到了该办事处。

体制框架

2001 年 9 月 28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
了第 1373 (2001) 号决议。从此，第 1373 (2001) 号决议中的各
项决定对联合国各会员国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与 12 项反恐怖主义
国际公约和议定书一起，该决议成了预防和禁止恐怖主义问题全球
法律框架的支柱之一。** 

* 沃尔特 •格尔于 1989 年加入奥地利外交部，并担任一般国际法部副主
任。格尔先生以专家身份加入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后又
担任委员会专家小组发言人。他是维也纳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预防
恐怖主义处开展的关于加强反恐法律制度的项目的协调员。担任该职务期间，
他向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约旦、秘鲁和苏丹派出了多个技术援助团。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1963 年）；《关
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0 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
非法行为的公约》（1971 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
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3 年）；《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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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373 (2001) 号决议第 6 段中，安全理事会决定设立反恐
怖主义委员会，负责根据委员会各成员国提交的报告，* 在专家
的协助下，** 监测决议的执行情况。该委员会由安全理事会的
15 个成员国组成。

2004 年 12 月，委员会主席是安德鲁 ·I. 丹尼索夫大使（俄罗斯
联邦）。*** 副主席是卜达拉 · 巴阿里大使（阿尔及利亚）、伊斯
梅尔 · 阿布拉昂 · 加斯帕尔 · 马丁斯大使（安哥拉）和罗纳尔多
· 莫塔 · 萨登柏格大使（巴西）。

委员会不参加日常政治发展工作。**** 它不是一个解决大会职
责范围内的问题，特别是界定恐怖主义，或解决一些与打击恐
怖主义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敏感政治问题的论坛。

委员会不是法庭，不会对各个国家进行评判，不过，它希望各
国能够高效率地履行安理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中的重大职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1980 年）；《补充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
的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 年）；《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
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1988 年）；《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
的公约》（1991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1997 年）；和《制止向恐
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1999 年）。

* 截至 2003 年 12 月 4 日，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成员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提交的 440 份报告，其中包括成员国和 5 个其他国家提交的 191 份初次报告，成
员国和 2 个其他国家提交的 100 份第二次报告，以及成员国提交的 71 份第三次
报告。截至当日，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提交了它们的初次报告；不过，截至 2003
年 9 月 30 日，约有 45 个会员国晚交报告。

**2002 年 1 月至 10 月期间，专家都是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法国、印
度、牙买加、荷兰、秘鲁、西班牙和突尼斯的国民。2003 年 11 月 17 日，专家均
来自巴哈马、巴西、加拿大、智利、埃及、法国、牙买加、俄罗斯联邦和南非。

***A.I. 丹尼索夫大使是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第四任主席；之前的主席是 J. 格
林斯托克大使（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I.F. 阿里亚斯大使（西班牙）和
A.V. 科努津大使（俄罗斯联邦）。

**** 不过，安全理事会已对一些恐怖袭击表示谴责，如 2004 年 3 月 11 日马
德里的炸弹袭击（2004 年 3 月 11 日第 1530 (2004) 号决议），2003 年 11 月 15
日和 20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炸弹袭击（2003 年 11 月 20 日第 1516 (2003) 号
决议），2003 年 2 月 7 日波哥大的炸弹袭击（2003 年 2 月 13 日第 1465 (2003)
号决议），2002 年 11 月 28 日肯尼亚的炸弹袭击和导弹袭击（2002 年 12 月 13 日
第 1450 (2002)号决议），以及 2002年 10月 23日俄罗斯联邦的劫持人质行为（2002
年 10 月 24 日第 1440 (200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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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委员会打算进一步向各个国家提供援助，以提高其能力，

拒绝向恐怖主义提供场所、资金、支助和避难所，并建立关于

信息共享和合作执行行动的网络，包括与各国际机构如国际刑

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 ** 和国际民

用航空组织等开展的合作。一些人称，第 1373 (2001) 号决议

是安全理事会工作史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决议。

为了确保工作的透明度，委员会开设了一个网站 (www.un.org/sc/

ctc)，通过该网站可以获取各种文件，包括安理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的案文、各成员国提交的报告、援助名录、已故的塞尔吉

奥 · 比埃拉 · 德梅洛，*** 即当时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给委

员会做的演讲，以及八国集团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最佳做

法清单。

委员会正在对各成员国在三年时间里提交的报告进行评价。有人

认为，进行分析的同时必须改善委员会建议的执行情况，这一观

点促使安全理事会于 2004 年 3 月 26 日通过了第 1535 (2004)

号决议，旨在通过成立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使该委员会更

加制度化。根据第 1535 (2004) 号决议，委员会还将在征得有关

国家同意的情况下，访问这些国家，进行详细的讨论，以监测第

1373 (200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这类访问时，应当酌情与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预防恐怖主义处或其他有关的政府

*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2000 年 10 月 4 日在安全理事
会上的发言（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第 4618 次会议）。

** 反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的网址是 www.fatf-gafi.org。

*** 塞尔吉奥 · 比埃拉 · 德梅洛是在 2003 年 8 月 19 日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驻巴
格达总部遭恐怖袭击时与 21 名同事一起遇难的。这次事件促使通过了 2003 年 8 月
26 日第 1502 (2003) 号决议，在该决议当中，安全理事会表示决心采取适当措施，
确保人道主义人员以及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和保障，特别是请秘书长寻求、
并请东道国着手将《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关键条款列入今后联合国
与东道国谈判达成的部队地位协定、特派团地位协定和东道国协定中，如有必要，
也列入现有的这种协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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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机构合作。2004 年 5 月 18 日，秘书长任命哈维尔 · 鲁佩雷斯

大使（西班牙）为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

第1373 (2001)号决议的实质性规定

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执行段落的第 1、2、3 段包含
了该决议的实质性规定，特别是要求各国履行的法律义务。这些段
落主要涉及到了下列问题：

 (a) 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执行段落第 1 段）；

 (b) 防止犯下恐怖主义行为并将其定为犯罪（执行段落第 2

段）；

 (c) 开展国际合作，批准并执行 12 项有关恐怖主义的国际公
约和议定书（执行段落第 3 段）。

在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专家小组看来，第 2(d) 和 (e) 小段是该决议
的关键条款。因此，有效执行该决议要求各国把为资助、计划、协
助或实施敌对其他国家或其公民的恐怖行为而利用本国领土的行为
定为犯罪。

有效执行第 1373 (2001) 号决议要求采取如下措施：

 (a) 根据《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大会第
54/109 号决议，附件）的第 2 条和第 4 条，将资助恐怖主义的行
为定为犯罪；

 (b) 保证不以出于政治动机的主张为理由，拒绝关于引渡被指
控的恐怖分子的请求。

第 1373 (2001) 号决议并未包含“恐怖主义”一词的定义；不过，
安全理事会于 2004 年 10 月 8 日通过的第 1566 (2004) 号决议的
执行段落第 3 段包含了一段所谓的关于恐怖行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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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理事会制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委员会的关系

该委员会是安全理事会根据 1999 年 10 月 15 日第 1267 (1999) 号
决议第 6 段设立的（下称 1267 委员会），它负责监督各国执行安
理会对属于塔利班、乌萨马 · 本 · 拉登和基地组织或与其有关的个
人或实体所规定的制裁措施的情况，并为此维持一个个人和实体名
单。在 1267 (1999) 号决议、2000 年 12 月 19 日第 1333 (2000)

号决议、2002 年 1 月 16 日第 1390 (2002) 号决议、2003 年 1 月
17 日第 1455 (2003) 号决议和 2004 年 1 月 30 日第 1526 (2004)

号决议中，安理会责成所有国家冻结名单所列个人或实体的财产，
防止名单所列个人或实体进入或通过其领土，并防止直接或间接地
向那些个人或实体供应、出售和转让武器和军事装备。

由于第 1390 (2002) 号决议执行段落第 4 段认定，第 1373 (2001)

号决议完全适用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各成员，1267 委员会和反恐
怖主义委员会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重叠。因此，可能有必要
将这两个委员会并入一个单独的机构。* 

援助

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11 月 12 日第 1377 (2001) 号决议请反恐怖
主义委员会探讨协助各国的方式，以及现有那些技术、金融、立
法或其他方面的援助方案，可能有助于执行第 1373 (2001) 号决
议。通过登录 www.un.org/Docs/sc/committees/1373/ctc_da/index.

html，可在线获取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反恐怖主义信息及援助来
源名录》。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已主动提供援助。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启动了一个关于向 12 项有关恐怖主义的国
际公约和议定书以及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的执行工
作提供法律援助的方案。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向需要反恐怖主义领域

* 见 Eric Rosand 编写的《安全理事会努力监测对基地 / 塔利班组织所规定的制
裁措施的执行情况》，《美国国际法杂志》，第 98 卷，第 4 (2004) 期，第 745-7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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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咨询服务的国家推荐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援助工作。
在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网站 (www.unodc.
org/pdf/crime/terrorism/explanatory_english2.pdf) 上都可以查阅
到《反恐怖主义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立法指南》*。可登录 www.
imolin.org/imolin/ poctf03.html 查阅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2003
年关于洗钱、犯罪所得和为恐怖主义提供资助问题的示范法案》。

人权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受命监测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的
执行情况；但是，监测其他国际公约（包括人权法）的执行情况的
工作并不属于该委员会的任务范围。** 不过，特别是通过该委员
会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建立的联系，*** 委员会已经
认识到了其工作与人权问题间的相互作用。委员会欢迎并行监测人
权职责的履行情况，并会以透明的方式开展各项业务，以使有关非
政府组织能够提请委员会关注相关问题，并在已建立的人权机构内
采取后续行动。**** 

安全理事会在其 2003 年 1 月 20 日第 1456 (2003) 号决议中通过
的一份部长宣言特别有求各个国家：

 “……确保为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的任何措施符合国
际法规定的全部义务，并应按照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
权、难民和人道主义法采取这种措施”。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4.V.7。

**“国际人权标准”的说法出现在安理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第 3 (f) 小段。

*** 可登录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网站和 http://www.unhchr.ch/html/menu6/2/
digest.doc，查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关于在打
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人权的法学摘要》。

**** 从本质上讲，上一段符合杰里米 · 格林斯托克于 2002 年 6 月在维也纳所
做的专题演讲的相关部分；见杰里米 · 格林斯托克，《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
会的工作》，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联合国的贡献：
2002 年 6 月 3 日至 4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会议记录》（纽
约，联合国，2003 年），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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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0 月 4 日，联合国秘书长在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成立一周
年纪念时对安全理事会所做的发言中说：“根据其性质，恐怖行为

严重违反人权。因此，以人权为代价来寻求安全是无远见、自相矛

盾，且最终会导致弄巧成拙的”。*

参考文献

Jeremy Greenstock, “Work of the Counter-Terrorism Committe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bat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New York, 2003).

* 请参阅大会题为“人权与恐怖主义”的 2001 年 12 月 19 日第 56/160 号决议
序言的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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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事件中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组织的 
研讨会的成果

弗朗切斯科·卡佩* 和斯特凡诺·贝蒂**

内容提要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与欧洲刑警组织在近期成立

的重大事件期间国际安全措施常设观察站的框架内组织了多

次定期秘密会议，其目的在于在国际一级交换最佳做法、信

息和专业知识。每次会议都会关注特定的话题，如认可工作、

运输安全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希望观察站能够成为

可供安全管理领域较为活跃的各执法机构和其他实体自由使

用的常设工具。

成立重大事件期间国际安全措施常设观察站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与欧洲刑警组织合作，在其预防

国际恐怖主义方案框架内设立了重大事件期间国际安全措施常设

观察站。观察站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举办一系列的秘密会议，届时，

各国家和国际执法机构的代表将汇聚一堂，交流信息、最佳做法

和专业知识，以加强重大事件期间的安全规划和安全管理。

* 弗朗切斯科 · 卡佩拥有比萨大学法学学位和西班牙狄乌斯托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学位。他于 2001 年加入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并自 2001 年 4 月起，担
任比萨大学人权中心副主任。

** 斯特凡诺 · 贝蒂拥有米兰大学法学学位和伦敦经济学院欧洲研究硕士学位。
他曾担任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法律顾问，并自 2002 年 10 月起，成为维
也纳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预防恐怖主义处的助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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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件”一词意指各种各样的事件，既包括欧洲足球锦标赛和

奥林匹克运动会等体育活动，也包括大型政治聚会及其他高姿态

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预防恐怖主义的问题在会议议程上就显得尤为重

要。出席会议的专家所进行的讨论的重要部分都会谈到这一特殊

问题，因为他们认为，由于重大事件非常引人注目，且容易受到

大规模袭击从而可以使公众受到惊吓并陷入混乱，宣传恐怖组织

的事业并给这些组织的支持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重大事件为恐怖

分子提供了理想的舞台。

预备会议

2002 年 6 月 17 日举行的预备会议把重点放在了组织奥林匹克运

动会期间出现的安全问题上，并特别强调了即将于 2006 年在意

大利都灵举办的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一些与会者强调，有必要

考虑可以使奥林匹克场地更加容易或不易受到侵害的周围地区的

特征。

直接参与 2002 年美利坚合众国盐湖城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的培训

和安全管理工作的专家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他们的参与提供了新

颖的专业知识，同时也促使讨论的重要部分把重点放在了盐湖城

执行的战略和方案可成功应用于都灵运动会的程度上。专家认为，

从安全规划的角度讲，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地区存在着大量问题，

这使其比盐湖城更易受到侵害。

会议提出的一个问题涉及到了为警卫制定全面培训方案的必要性，

应以对大量意外恐怖事件的预测为基础，适当地将该方案纳入规

划阶段并与随后开展案头和实地活动。

*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目前正在努力制定“重大事件”一词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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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观察站正式开放

2003 年 2 月 8 日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会议 * 更加深刻地分析了预

备会议期间所讨论的问题，并简单涉及了生物和化学武器产生的

威胁。

“奥林匹克安全问题是一门累积科学；每次事件的组织都有赖于

其他事件的组织经验”。与会者的这些话成功地捕捉了会议“总

结经验教训”的精神。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好处之一

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安全规划人员可以采用执法结构较类似的

国家已成功运用过的预防战略。分析之前的最佳做法对处理执法

机构和活动的筹备委员会之间经常存在的敏感工作关系具有重大

意义。** 

一些与会者强调，保证以轻松愉快的方式管理运动会的安全模块

是非常重要的，即管理工作不应影响观众的愉快心情。例如，挪

威的警察部队选定了“微笑安全”这一口号，旨在表明有必要在

高度安全和保持活动的娱乐性之间达成平衡。其他一些与会者则

对在各种情况下都采用这种做法的可行性甚至是可取性表示怀疑。

例如，美国盐湖城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是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

恐怖袭击之后举办的，当时的人们希望安全机构能以强大、令人

安心的姿态出现。

第二次会议：制证和运输安全

参加 2003 年 5 月 30 日和 31 日举行的第二次秘密会议的，是来自

* 此次会议的与会者包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预防恐怖主义处及秘书
处法律事务厅。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希腊、意
大利和美利坚合众国执法和安全服务处的代表。

** 例如，1994 年挪威利勒哈默尔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时，筹备委员会、挪威警
方和其他安全机构签订的安全协议，就是以 1988 年加拿大卡里加尔奥林匹克冬季运
动会时签署的安全协议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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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警方、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及欧洲足球协会联

盟的代表。讨论的话题是制证和运输安全。*

会议多次强调了认真选择制证系统的重要性：必须仔细检查进入奥

林匹克场所的人的凭证。一名专家暗示，利用生物鉴别技术可以确

保制证系统的可靠性。在盐湖城，生物扫描器已被用于识别进入

敏感地区的运动员和官员，而且，为了审查访客，还安装了将近

1,000 台检测器。会议忆及，由于建造奥林匹克村的建筑师透漏信

息，1972 年扰乱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恐怖分子十分清楚以色

列运动员的位置以及如何进入比赛场所。

对葡萄牙在筹备 2004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进行

分析时，涌现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观点。它们是以政府、活动组织者

和比赛场地所有人共担职责为基础的创新安全管理模式的一部分。

这些观点包括设立国家协调股，以收集、分析并传播所有与流氓和

体育暴力有关的警方情报；在考虑到每场比赛只有限量入场券的基

础上，建立售票系统；同时严格检查每位客人的身份。

第三次会议：大规模毁灭武器的威胁

鉴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自杀袭击带来的新风险，2003 年 10 月

在里斯本举行的第三次秘密会议着重重新考虑了重大事件的安全规

划。考虑到 2004 年即将在葡萄牙举办欧洲足球锦标赛，观察站首

次由一个政府即葡萄牙政府主办。

国际专家再次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包括一名来自俄罗斯联邦内政

部的代表，一名来自英国警方国家化学、生物、辐射或核中心的官

* 讨论的主要重点是制证系统，因为依照与会者的观点，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大
量活动，包括 2004 年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2004 年在雅典举行的奥林
匹克夏季运动会、2005 年在波密欧举行的世界杯化学锦标赛、2006 年在都灵举行
的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2006 年在德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以及 2008 年在北京
举行的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许多国家都认为，制证系统至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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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以及一名来自生化袭击和威胁快速警报系统的专家。生化袭击
和威胁是欧洲联盟委员会健康威胁股的新工具之一；创建该工具是
为了改善欧洲联盟在利用生化机构准备应对及应对袭击方面开展的
合作。

结论

观察站收到了各国家和国际实体提供的极好的反馈信息。迄今为止
组织的三次秘密会议成功地解决了重大事件期间的安全问题的技术
和非技术层面，并以此证明了其对安全顾问和规划人员的帮助。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与欧洲刑警组织打算通过观察站传
播专门技能并促进对最佳做法的共享。希望观察站能够使在安全管
理领域非常活跃的各执法机构和其他实体的工作更加完善，并可根
据各机构或实体的意愿，通过吸引与预防恐怖主义各方面因素有关
的机构定期参与，成为一种常设工具。





*0581058*Printed in Austria
V.05-81058—May 2006—105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C.05.IV.8
ISBN 92-1-730055-1
ISSN 1020-928X



第四卷，第 1 期和第 2 期， 2004 年 12 月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500, 1400 Vienna, Austria 
Tel: (+43-1) 26060-0, Fax: (+43-1) 26060-5866, www.unodc.org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

恐怖主义经济学

恐怖新经济

恐怖主义统计学

恐怖主义活动的早期侦查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反恐怖主义行动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 号决议

在重大事件中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犯
罪

与
社

会
问

题
第

四
卷

，
第

1
期

和
第

2
期

，
2004

年
12

月

犯罪与社会问题


	目 录
	第一部分论 文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
	恐怖主义经济学
	恐怖新经济：恐怖分子如何筹集资金
	恐怖主义统计学：全球恐怖主义趋势估量的挑战
	恐怖主义活动的早期侦查
	第二部分说明和行动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反恐怖主义行动的回顾及.未来行动建议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第1373 (2001)号决议
	在重大事件中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组织的研讨会的成果

